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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从1984年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来我始终不渝地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名师汇聚，以倡导市场经济而闻名于世。该系在培养学生上有两个不太为外人熟知的传统：一是重视实证，二是要求外国学生将本国的经济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舒尔茨和约翰逊两位教授的鼓励下，我以当时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作为论文主题，从此便和我国的农村发展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作完一年博士后研究，我携全家回到国内，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先后工作了7年，这段经历加深了我对我国农村问题的理解。后来，随着参加的国内改革问题讨论领域的扩展，我的研究范畴也随之从微观延伸到宏观，从农村扩大到国企、外贸、金融、收入分配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为了了解为何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而起始条件和我国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却在同一时期实现经济起飞而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以及为何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转型前面临的问题和我国相似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研究的视角也随之从国内的问题扩展到国际的比较。

我刚开始从事独立研究的时候，和许多学生一样，以当时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我国的问题。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虽然芝加哥大学被称为当代经济学的圣殿，我在那里学到的是当时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但是用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学到的理论来解释许多在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却经常显得苍白无力，总有牵强附会的感觉。于是我尝试着根据我对我国经济现象的观察，找出那些问题背后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及其特性等，然后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几年下来，这些一个个单一的理论模型，竟然自成为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结构内生性、金融结构内生性和政府干预内生性为主要内容，前后逻辑自洽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体系。这个“一以贯之”的体系在解释发生在我国各个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现象时，比国际经济学界通行的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且，也比当前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许多出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问题。

1987年回国工作后，承北京大学领导和过去的老师的厚爱，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兼职老师，带了几位研究生；1994年，我和海闻、易纲、张维迎等海外归来的学子共同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书育人成为我的主业。其间，我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我在北大和海外其他大学教的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课。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学生们给我的课评一向很好，学生们很能从我的理论体系内部逻辑的严谨以及理论推论和现象的一致来接受我提出的不同于学术界通行的现有理论的理论。但是，我也发现学生们对于我提出的理论和其他现行理论之间的冲突经常感到困惑，有时还出现“一傅众咻”的情形，一出了课堂不自觉地又以经常听到的通行理论来看待出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当然，我不能说我的理论就一定是对的，不同于我的观点的理论就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如何帮助同学们加深对我的理论体系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众说纷纭的理论，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现在国内外一般大学的教育是以课堂上老师主动教、学生被动学为主，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老师把他所知道的知识快捷、系统地传授给许多学生。古代的教学方式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外国，则经常是通过老师和学生间的对话来进行，学生由被动地听讲变为主动地提问，许多千古流传的中外文化经典都是这种对话的记录。对话这种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既可以就一个问题层层展开、深入论述，也可以将各家各派的观点、理论放在一起比较分析、相互辩驳，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理解反复诘问、相互切磋。因此，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2003年春我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转型经济学课的最后几周，采取对话的方式和学生们就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问题各进行了三场对话，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很多同学课前积极准备问题，课上踊跃提问，有好几场对话，从上午9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还欲罢不能，师生围成一圈，一边吃盒饭一边继续讨论到下午3点才结束。对话的录音，后来被整理成文稿，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许多网友读后也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在和学生的对话以及其他课程中，我深深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而且，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成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将会成为越来越热门的问题。作为老师，我有责任将自己如何能够不受现有理论的约束而直接从现象构建理论的一点心得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平常上课时，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我特别强调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并于2004年初就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场对话。根据对话整理的文稿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后，成为点击下载最多的文档之一，并且还有许多跟帖对我提出的看法、观点进行讨论。看到学生们对我提出的许多看法的认同，我深感欣慰。

或许在未来，20世纪将会被后人称为是人类经济思想大试验的世纪。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试验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政治上纷纷获得独立，并且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了独立建国的努力。当时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克服市场的不足，才能加速工业化，摆脱贫困，建成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这个理论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到了1970年代还层出不穷地出现各式各样的危机，最后，不得不向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纷纷以解体而告终，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的主流思想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此共识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并迅速建立起能够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不彻底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是在上述的时代、思想背景下开始了对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很快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但是在根据我国的城市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事实而对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时，则有孤掌难鸣之感。

在“华盛顿共识”支持者的协助下，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了休克疗法，企图一步跨过鸿沟而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苏联、东欧的转型不仅没有像“华盛顿共识”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马上快速增长，而且，还出现了崩溃和停滞；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也不仅没有像“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使国民经济崩溃、停滞，反而继续快速增长。“华盛顿共识”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结果也遭受了和在苏联、东欧同样的命运。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其政府采取的政策按照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也是离经叛道的。现在对根据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而且，国外有些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我开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

当代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而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大师辈出，各种理论和观点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并且以其近乎自然科学的严谨逻辑和研究方法而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或转型政策时，却遭遇了种种预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究其原因，自亚当·斯密开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直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力。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对他（她）所观察到的真实社会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抽象；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说明一个决策者如何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她）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社会现象。由于同一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或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会变动或是会不同，因此，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把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同样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搞不好还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

由于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我国的经济学家需要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现象中去总结、归纳，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的理论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的进步，这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应该负起的责任。由于任何理论的创新都需要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去抽象，而经济学家抽象发生于自己生活的社会中的现象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所以根据我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也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历史机遇，对于我国及其他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种新理论会比根据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相信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学者将可以对我国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我希望这三本对话集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众多青年学子看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曙光并为之努力奋进。

对话是老师和学生互动的结果，没有学生的提问也就不会有老师的回答，所以对话是老师和学生的集体创作。在这三本对话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李绍瑾、李可、吴华、蒋承、盛柳刚等主提问人，他（她）们在对话之前对问题作了精心设计，在对话过程中则灵活地调整和加问，使对话得以按照一定的逻辑层层推进；我也要感谢张鹏飞、孙希芳、姜烨、李莉、王海琛等同学花了大量的时间把对话录音整理成初稿；北大出版社的林君秀、陈莉、张慧卉、张燕对本书的编辑做了精心、细致的工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李玲在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的秘书陈曦的高效工作，让我能腾出时间来整理这三本对话录；我的妻子陈云英的默默支持，使我免于生活杂事的干扰而专心致志地在经济学的殿堂进行探索；我的思想体系成形于和蔡[image: alt]、李周两位早期伙伴的合作过程中，这三本对话集里的许多思想观点已见于我们三人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和《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两本书中。和学生的对话其实自一开始教书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从教学中我确实感到教学相长之益。我借此机会感谢上述所有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同学、同事们。最后，在方法论的对话集中，我还收录了和方法论有关的四篇演讲和文章。







林毅夫　　

2005年3月29日于

北大朗润园　


与林老师对话〔*〕

——论经济学方法






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面加深同学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作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么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习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的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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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来说，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我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二战之后，在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会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而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所进行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群少数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而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又能推动社会进步。

[image: alt]

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所以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么样提出新的理论上有些体会，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21世纪成为领导经济学思潮发展的大师。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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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

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方式下很可能东西被白白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量减少，所以，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及物质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地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能否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盛柳刚：我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何谓理论？何谓经济学理论？我们是应该根据概念、对象范畴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界定经济学理论？还有，既然理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那么一个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具备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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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林老师：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所揭示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什么是经济现象呢？从广义的定义来说，凡是牵涉到“选择”的现象，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都是经济现象。经济学理论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及考察一切现象的出发点，用中国的哲学概念来说就是本体。但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首先，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自洽的，也就是理论模型中所揭示的“因”，必须能经过某种机制导致理论所要解释的“果”，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是一致的，才能说明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理论不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理论是要解释现象的，因此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是一致的，也就是理论推论和经验现象的外洽。这是理论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盛柳刚：您提到的关于内部逻辑一致性，让我想到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数学的使用保证了经济学理论的内部逻辑性，但隐隐然有喧宾夺主之势。林老师如何看待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以及经济学数学化的观点？




林老师：逻辑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应该讲，大部分经济现象即使不用数学也能讲清楚它的因果关系，但是数学有它的好处，因为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尤其有不少人在运用语言时逻辑容易不严谨。但是数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能帮助我们把逻辑关系一步步推演下来，但是它并不是惟一的方式。而且经济学在应用数学方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说某个企业在从事生产时，在不同的产量区段，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在解释某一特定经济现象时，可能只是和其中的一个区段有关，如果用某一特定的数学函数将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写出来，是比较严谨的（rigorous），但是，很难找到函数的每个区段都和实际生产的每个区段的特性都一致的函数，结果有可能本来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用了数学后，反而得不到明确的关系，另外也必须经常用非常特殊形式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才能得到所要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别多，有不少学生甚至学者经常搞不清楚为什么经济学中数学应用会那么多，我想最早在应用数学时无非是希望使经济学的理论更严谨一些，但是现在确实出现了不用数学就很难在好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难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情形。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相对成熟、稳定，新的经济现象不多，但是作经济研究的人很多，在美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学家有五万多，单单在大学教书的就有一万多，尤其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必须不断写论文，可是又没有多少新的问题可以研究，因此大部分的人会倾向于比技巧。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典的文学发展，比如说唐诗宋词，早期唐诗宋词非常有生命力，有一定的格式，然而不是特别重视对仗和音律，但是人类社会可以描述的感情是有限的，早期的大诗人、大词家把可以描述的感情大多已经表达出来了，后来的人没有那么多感情可以表述，慢慢开始讲技巧，而缺乏了作为诗词生命的情感。我觉得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也有这个情形。早期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可以讨论的新的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如果只把亚当·斯密等过去的大经济学家讨论过的问题，用语言重说一遍，不会成为亚当·斯密，那么，怎么比较哪个学者比较好呢？只好比数学技巧，去做从数学来看越复杂、越漂亮的模型。第二方面，数学也是一个门槛。要想成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必须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好的杂志必须有个挑选文章的标准，一般在没有很多新的问题可以讨论时，就只能用数学的严谨和艰难作为挑选的标准，所以数学就变成一个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但是实际上真正好的经济学家内心明白，数学是工具，不是目的，你用足够的工具来表述你要讲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以前讲过，20世纪80年代10个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到90年代还在用数学的惟一一个就是泰勒尔，最近我的一个朋友黄海洲跟我讲，现在泰勒尔也开始不用数学了，他最近发表的论文都用很简单的数学，不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样用很深的数学。这个例子说明数学的地位，数学确实可以把用语言逻辑不容易说严谨的问题说得很严谨，但是，有时候用数学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负担，因为要描述的现象是几个主要变量在某一点上的关系，如果用数学不见得正好能表示出来，所以用数学也要付出一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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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

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但是各位也不要把手段误认为目的，要有能力运用数学，但不要成为数学的奴隶。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了解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如果为了数学而做些和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的模型，那么不如去研究数学，这也是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数理经济学达到最高峰时，当时10个数理模型用得最好、最闪耀的年轻经济学家，到了90年代发表的文章都只用很简单的数学的原因。当然，一位经济学家要用很简单的数学来构建理论模型，并能够在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影响，必须有发现重要的经济现象以及直接了解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去芜存精，构建能解释现象而且简单易懂的模型。所以，各位同学在学好数学工具的同时，也要学会以理性人作为出发点来观察现象，直接抓住现象背后的主要变量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的能力。尤其是，只有学会了这种能力，才能面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给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的机会。




史晓霞：有一种观点认为，与自然科学比较而言，经济学用数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林老师：这个我不同意。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所用数学是很简单的，但是从数学家的角度来看，物理学中的数学也是比较简单的。经济理论无非是揭示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逻辑。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即使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是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而且，一方面，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比如说物理现象，其影响因素容易控制，因此物理现象的规律性比较明显，用数学比较好表示，但是，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经常有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在内，是不是真正能用数学模型来把这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都包括在内是有问题的，至少现有的数学工具还不够用。另一方面，理论模型无非是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应该是越简单越好。虽然对于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但是有的变量的影响很大，有的变量的影响较小，省略掉不重要的因素，不影响我们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的解释和预测，如果把不重要的因素省略掉，只保留最重要的变量，所需要的数学就相当简单。这在物理学中也是一样。例如重力加速度的公式，如果在真空条件下，公式很简单，但如果要把空气阻力加进去，就需要知道空气的密度、湿度、温度等的影响，这样公式就会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要预测铅球从比萨斜塔掉下来的速度来说，前者就够了。所以，在物理学中也不是数学越复杂越好，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当然，要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就要求经济学家有从成千上万可能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变量中直接识别出最重要的变量的直觉能力，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这种能力的强弱上，这也使得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带有艺术的成分。




李远芳：既然现在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很多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它还是主流呢？这是不是体现了某种学术潜规则？




林老师：我想应该是这样，这些主流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那么它确实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样，因此，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在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见得是最优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主流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了解，没有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他们有先天劣势，容易认为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也就适用。而且不只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态度，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经常会有这种态度，当发展中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去看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怎么解释，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那就从书上去找另外一个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我为何要在这堂课上一再强调方法论的问题的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部分人把理论当成真理，常常认为在一个地方适用的理论会放之四海而皆准。要克服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是值得重视的。《道德经》第一章就讲“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写在纸上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第三十八章讲“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所以《老子》讲，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或者一个悟道的人必须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但是任何现象都是“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条件下理性地选择的结果，背后都一定有经济学的道理，所以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要不断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理论模型来，要做到“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个“有”指的是对“道”的表现形式的把握、认识，“徼”是“道”的表现形式的边界。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现象的观察中实现“常有”，也就是做到把握经济逻辑在这个现象中是如何表现的。由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本身是生生不息的，同样，经济理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变动不居。例如，我常讲的，在一个社会中任何决策者的选择都要受到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约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决策者都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资本就会得到最快速的积累，那么在上一期的最佳选择到了下一期就不再是最佳的。所以，任何现象都是“道”的作用，都可以认识，所以是“有”，而认识了以后，由于“道”的运动，不能把过去的认识直接套用，所以又变成“无”，“有”和“无”都是“道”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认识，所以，“同谓之玄”，而真正把握“道”的方法是做到“玄之又玄”，也就是要从“常无”做到“常有”，从“常有”再做到“常无”，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把握住生生不息的“道”的作用，所以《老子》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一再讲方法论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前识”的束缚，让大家学会直接认识经济现象，成为一方面能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能提出真正能够指导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




史晓霞：Heckman上次来作演讲的时候说，“问题的产生在于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而问题的解决在于现在和过去的相似性”，他认为这句话体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个矛盾。林老师您怎么看这句话中体现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林老师：Heckman所说的“相似性”指的是什么？“不一样”指的是什么？他说的“相似性”指的是“理性”，不管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所作的理性的选择的结果，“理性”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本体”，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似的。他说的“不一样”指的是条件的不同，所以，理性的选择在不同的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现有的理论不能直接运用，必须根据这些新的条件来构建新的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则在于改变限制条件，让决策者在新的限制条件下自己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又是一样的。所以理论的产生是来自于“不相似性”，不相似性是讲条件的不相似，但问题的解决是相似的，只有按理性的原则来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前进，Heckman的这个说法跟禅宗和心学的很多说法是一样的。任何成为理论体系的知识都有“本体”的部分和本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运用”的部分，“本体”是不变的，“运用”是常变的。要成为一个学科的好的学者，对于这个学科的“本体”必须“常有”、“常知”，对于“运用”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有”和过去的“知”上。用禅宗和王阳明心学的话来讲，就是“有而不有谓之真有，知而不知谓之真知”，这两句话中的第一个“有”和“知”是对“本体”的认识，第二个“有”和“知”则是“本体”的道理在特定条件下的“运用”。其实Heckman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李荻：在应用数学还是语言研究的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个困境，即如果应用语言，容易不精确，但如果应用数学，则受到数学发展的限制，一般只有在良好性质的假设下才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结论（甚至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确定的结论），所以容易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很可能与现实差别很大。因此我想问，如何平衡“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的问题？




林老师：首先，我认为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得不严谨。其次，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语言还是数学，都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必须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用数学必须把所有条件说清楚，推导一步紧接一步，自己比较不会不严谨，别人也容易检查是否不严谨，有它的优点。但是确实像你说的，用数学也有一定的代价。例如，如果预算固定，价格下跌，那么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相对价格效应，另一个是收入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必然是正的，但是，收入效应可以是正的（一般商品），也可以是负的（Giffen商品）。所以，除非经济学家自己对这种商品的收入效应的特性作了事先的规定，单从数学模型来说，价格下跌对这个商品需求的影响是正是负是无法确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作这样的事先规定，代表经济学家即使不用数学也已经知道价格下跌对商品的需求的影响，那么使用数学和不使用数学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因为两者靠的都是经济学家的直觉判断。而且，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对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很好的直觉判断，那么经济理论无非讲有关的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作了决策者自己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要考虑的主要是收入效应（收入效应决定决策者的选择范围）和相对价格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决定不同选择的机会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用语言也能把这个选择的逻辑讲得很清楚、很严谨。其实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数理模型的论文，都是必须在前言或是结语中把数理推导的逻辑用语言重复说明一遍的。我认为，不管用语言或用数学都不能有“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如果像你说的，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和现实相差很大的假设，那么，这样的理论模型即使主要的结论和要解释的经验现象是一致的，模型的其他推论也会被其他经验现象所证伪，一个理论模型只有在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现象证伪时，才是可以被暂时接受的理论。




李远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有没有根本的区别？




林老师：不管社会科学的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它们的相同性在于因果性。因果关系必须非常严谨，我觉得在这点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差别，都在讲因果关系，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科学解释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中各个变量本身没有自发的意识，而社会现象要解释的是人，是决策者，而人会受很多主观意志的影响，所以比自然科学要解释的现象更复杂。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现象本身，都只是解释现象的工具，只要求能够解释现象的主要特征，所以只是在阐述几个很简单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理论模型中的变量限定到几个主要变量的话，它的因果关系也就容易说清楚，而且也容易用数学模型来表示，如果包含很多变量的话，数学就会很复杂，在物理学的理论模型中，如果把所有可能有关的变量都包括进去的话，也会变得很复杂，以至于没有办法用数学来表示。经济学也是这样，把变量放多了，变量的影响有正的、有负的，正的影响和负的影响同时存在的话，到最后可能得出的都是不确定的结果，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任何实际的现象都是确定的。这里难以把握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正的因素影响比较大，以至于可以把负的因素舍掉，反之亦然。举例来说，最近我跟杨小凯争论关于国际贸易现象和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几种解释不同的贸易为什么产生的理论，开始时李嘉图是从技术的不同来解释，俄林是从要素禀赋的不同来解释，克鲁格曼是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来解释，这几种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贸易的产生。通常在以技术不同来解释贸易的模型中，一般假设要素禀赋相同；用要素禀赋来解释贸易时，一般假定技术相同，不存在规模经济；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来解释贸易时，一般假定要素禀赋相同。这种情形下，真实的贸易现象到底是哪个原因比较重要？可能都有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呢？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那可能要素禀赋的作用比较重要，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是资金稀缺的国家，发达国家是资金密集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办法靠专业分工和规模报酬在资本很密集的产品上比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低？基本不可能。因为资本很稀缺的情形下，除非政府干预，资本价格肯定比较贵，发展中国家能达到的规模报酬，发达国家一定能达到，同样达到最优的规模报酬和专业分工，发达国家的资本比较便宜，那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比较便宜。在这种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主要是靠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来解释的。但是如果要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各国的发展程度相同，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当然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就小了；而任何国家的资本都不是无限多的，因此它不可能在每种产品上都达到最优的规模，那么，同一发展程度的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不同的产品上达到最优规模经济，从而就会有不同的专业分工，因此可以靠专业分工的不同来进行贸易。所以，在要解释的现象的模型中应该放入什么变量，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尤其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希望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希望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掌握在模型中应该放什么变量的能力。当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具有这个能力，才能以理论来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当然发展中国家都想成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有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去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就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那么，市场的作用就要受到干预。我跟杨小凯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的争论，其实是有现实意义的。贸易现象并非不能用专业分工来解释，在发达国家间，这是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靠专业分工违背比较优势来和发达国竞争则是不正确的。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我们探讨的是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现在我想问的是，就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言，是不是中国和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林老师：数学是一种人力资本。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掌握数学，包括我自己。我到芝加哥大学去的时候，只知道微分，即使微分也只知道一阶微分，二阶微分就经常搞错。国内经济学界在数学的运用上和国际经济学界确实还有差距，所以，你们应该把数学学好。但是数学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你们要掌握数学工具，这样才较容易在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被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家接受。不过，当你们跨过了门槛，成了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时候，就不能让数学来限制你们的思维，要不断地发掘新的现象。到那时，能够用一般均衡，就用一般均衡，不容易用一般均衡表达的时候，就用局部均衡。现在Shleifer的文章，就经常只用一两个等式把最重要的关系表示出来，连解也不解了，但是这样的文章仍然可以在很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为什么？固然是因为他有名，更主要的是他研究的是重要的、别人尚未解释或解释得不到位的现象。所以，你们要掌握数学，但不要为了数学而数学。




罗宏：鉴于国内经济学科发展颇不规范的现状，林老师您在国内与他人讨论的过程中，会不会有感到比较无奈的情形？您对中国经济学科规范性的建设有何设想和建议？




林老师：这里我讲一个故事。英国到印度殖民的时候，有一个鞋厂派了两个推销员去推销鞋子。一个回来说，印度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所以一点希望都没有；另一个说，印度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如果每个人都买一双，那该有多大的市场。你说的也就是这种现象。我一向是很乐观的。比如说，我和很多人争论，其实他们要是受过比较好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的话，很多问题只要稍加讨论就很清楚的，如果继续讨论，就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更深入，但是现在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同一水平上重复进行。因此，我很强调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的方法，对于不同的理论观点应该如何争论，而不应以意识形态方式来讲喜欢或是不喜欢一个理论。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讲，目前这种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由于多数人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无法进行理论上的创新，这样，你们如果掌握好方法论，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机会就很多。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一方面看起来很无奈，另一方面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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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情况一方面看起来很无奈，另一方面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对于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们过去的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的政策。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他们就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出论据来支持，所以，马克思说过的话，列宁说过的话，他们的脑筋中必须像百科全书一样记住，才是一位好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讲，严谨的含义是很准确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来解释政府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很多就不是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可以解释的了，但是，我不希望年轻的这一代学生虽然不再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根据，却反过来从西方的经济学著作里找根据。如果从国外的经济理论里找根据，就失去了对理论发展作贡献的大好机会。我相信好的方法到最后还是会被大家接受的，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这种比较严谨、能够依据新现象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




李远芳：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您讲经济学的方法论，是讲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我们根据这个“体”得出理论来解释现象，然后放到现实中去检验，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理论与现实相符，那么就是被证实了，也可以说，如果与现实不符，就是证伪了。您觉得理论是被证实好还是被证伪好？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问题。如果根据经济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将犯罪看作最大化的结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老师：第一点是说证实好还是证伪好？我接受波普的说法，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一个理论的推论和被解释的现象一致，只能说暂时可以接受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而不能说这个理论被证实了，认为理论被证实容易把理论当作真理，以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不被证伪这种态度和“道可道，非常道”的态度接近。理论不是真理，在决策者是理性的本体论下，每一个决策都会改变下个决策的条件，所以有可能到下个阶段，或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就不能用它来解释了。以国际贸易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跟发达国家的贸易，我觉得用要素禀赋解释会比较好，但是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否可以用要素禀赋来解释呢？如果进口自然资源，因为我国的自然资源比较稀缺，还可以用要素禀赋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是跟一个自然资源同样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更可能的是必须用专业分工、规模报酬来解释。所以，这里理论就不是被证实，而是不被证伪，也就是要用“常无”的心态来对待现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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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接受贝克尔的看法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的科学，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理性的决策者所要最大化的目标可以各式各样——可以收益最大化，可以选择风险规避，可以选择内心的满足，也可以选择社会责任等。根据这样的理解，罪犯的行为同样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如果监督比较严，或是惩罚比较重，犯罪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同样是理性的选择的结果。所以，凡是涉及决策者的选择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




颜建晔：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一条准则就是“假设的不相关性”，他认为，只要理论的预测与现实一致，那么理论的基础假设是否真实就不是重要的。然而，科斯的方法论（至少在一些人看来）却是主张找一个“易于处理但却真实的假设”。这里面是否有矛盾之处？




林老师：首先，理论肯定不是真实的世界本身，因为理论只是分析几个变量的关系而已，而真实世界的变量是成千上万的。弗里德曼讲不能从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本身，主要原因是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变动趋势的工具。由于是工具，理论必须相对简单，而且，在能达到同样功能的理论中是越简单越好。所谓不能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的真实性，主要是指经济学中有许多标准的简单化假设，例如信息是充分的、竞争是完全的，他所说的是这一类经济学的假设，而不是寻常的假设。弗里德曼也举了几个例子。例如，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真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每个厂商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价格都有一定的影响。到底要不要接受完全竞争的假设？剑桥学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认为没有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就致力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研究。引入不完全竞争之后，模型变得非常复杂，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例如研究供需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时，其结论和完全竞争理论的结论基本一致。既然完全竞争理论的结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结论没有什么差异，那在理论模型里引入不完全竞争这种和现实较接近但是理论模型大为复杂的假设有什么意义？可是，是不是不完全竞争这个概念就一定要被抛弃呢？那就要看要解释的现象是什么。如果完全竞争的假设不能够解释、预测所观察到的现象时，就要把不完全竞争的因素放在理论模型里。理论模型中的假设越接近现实，模型就越复杂，要复杂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理论模型是否能够解释、预测所观察到的现象。弗里德曼举的一个物理学的例子能帮我们理解他的这个命题的意义：我们知道海平面的气压每一英寸是15磅，如果把一个铅球从20层楼上往下丢，基本可以假设这个铅球在真空中运动没有空气阻力，用[image: alt]的公式就可以预测它往下掉的每一点的速度。如果把羽毛从20层楼往下丢，那么，假设是真空就有问题。即使是铅球，从两万英尺的高空往下丢，也同样不能假设是真空，没有空气的阻力。也就是说，不能够从约束条件是不是真实本身来说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现象有解释力。在能解释现象时，理论越简单越好，就像一个地图，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那么复杂，可能跟地球一样重了，所以必须简化。但是简化到什么程度？简化到你能够解释现象为止。这就要求我们做理论工作时不能在书斋里面做，而必须对真实世界有一定了解。其实我觉得弗里德曼讲的跟科斯讲的是同一个道理。科斯讲，假设必须具有真实性又易于处理。大气是真空的假设是易于处理的，但是是否具有真实性，则决定于要解释的问题，而不决定于这个假定本身。如果解释铅球从20层楼掉下来，这个假定就是真实的；如果解释羽毛，或是铅球从2万英尺的高空掉下来，这个假设就不是真实的。由于理论的假设要易于处理，因此，就不要求越真实越好，例如解释铅球从20层楼的高空往下掉，就不要求把空气的阻力放在铅球往下掉的计算公式中，因为这样做虽然较真实但却不易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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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必须具有真实性又易于处理。

盛柳刚：现实很复杂，我们如何判断理论与现实一致呢？对于竞争性的理论，我们如何判断优劣？比如通货紧缩的例子，您强调投资过度导致生产能力过剩是主要原因，宋国青老师则认为是债务链条的加速作用。




林老师：有时候一个经济现象是可以用好几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些理论有些是互补性的，两个理论都是正确的，这是经常有的，当然一个理论所强调的“因”的贡献可能会比另外的一个理论所强调的“因”的贡献大一点。有些理论则是竞争性的，所谓竞争性就是这两个理论的推论跟要解释的现象都是一致的。比如，在通货紧缩的理论里面，不论是投资过度导致供大于求造成物价下降，还是债务链条造成需求下降，导致供大于求造成物价下降，两者的机制都导致物价下降，但是这两个不见得是互补的理论，因为一个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造成供给过剩，而另一个是供给不变，需求下降，造成供给过剩。当有竞争性的理论时，怎么办？这里要求理论的每一个推论都要跟所解释的相关现象一致。如果是需求突然下降造成供大于求的话，那么，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是负的，因为我们知道，不计政府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如果是债务链条造成的通货紧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会下降，增长速度就会是负的，或是接近于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消费需求的下降，也没有看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相反，每年有7％-8％的增长。一个好的理论的每一个推论都应该跟我们已经知道的现象一致，这样的理论才是比较好的理论，这是因为：第一，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第二，一个理论所提出的“因”是产生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这个理论的所有推论跟与这个现象相关的现象都应该是一致的。




盛柳刚：科斯主张找一个“易于处理但却realistic的假设”，这里的“realistic”是不是逼真而不是事实本身？




林老师：没错，理论模型不是真实社会，真实社会里有成千上万的变量，每个理论模型都只保留几个变量而已。所以理论本身决不是真实的社会，这一点要清楚。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在这里要加入多少变量？复杂到什么程度？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其实越简单的理论越好，但是又不能简单到不能解释我们要解释的现象。在理论模型中要包含哪些变量，你必须对要解释的现象有深入的了解。同样是贸易，要解释发达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贸易，与解释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贸易，或是发展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所要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是不一样的。比如交易成本，你要解释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把交易成本放进去，然后交易成本的变动会导致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出现，但是如果要解释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用将交易成本放进去的。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您也提到经济学的范畴，我想问的就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您经常提到的经济学的“体”。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其他社会科学称经济学搞帝国主义的看法？




林老师：我想，经济学的“体”的本身就是把各种社会经济理论抽象掉之后，它们之间剩下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点是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认为是最佳的选择，也就是理性人的假设，这就是经济学的“体”。也正是因为经济学有这个“体”，它才能跟其他社会学科相区别。比如说社会学或是政治学，其研究方式跟一个人在有选择的时候作最好的选择这一点不同。首先，社会学讲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会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一问题。但如果他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个人如何作选择，或是群体怎么形成的话，这时经济学就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加里·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既是经济学系的教授也是社会学系的教授。其次，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只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当然会有一套理论体系，可是如果研究决策者怎样作选择，怎样决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对他们有相当大的解释力。我想，因为社会现象的产生经常有人的主观能动的因素在内，所以，经济学家使用的这种研究出发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传统上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范畴里的许多和人的选择有关的现象。因为只要牵涉到人，都会牵涉到人的选择，经济学家能够使用比较系统的、比较深入的、发展比较完善的逻辑体系来解释这些现象，而且也确实能够比较好地提出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说，所以它的应用范围也就越来越广，“侵犯”到传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我想这就是经济学被认为是搞帝国主义的原因。




盛柳刚：我看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那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假设偏好的稳定性。为什么要加这个假设？现在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对偏好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个人的偏好有时候是不稳定的，您觉得这会动摇经济学的基础吗？




林老师：我看这主要是如何理解人追求的是什么，在效用函数中所要最大化的是什么。如果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出发来看问题，那么偏好是稳定的。比如，加里·贝克尔在他的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冬天人们希望有暖气，夏天人们希望有冷气。如果从人追求的是暖气或冷气来看，偏好肯定是要变的，你不会在冬天开暖气，在夏天也开暖气，偏好是改变了的。但如果从我们追求的是舒适来看，那么偏好没改变，冬天的时候需要暖气才舒适，夏天的时候需要冷气才舒适。贝克尔的例子让我想起了在《传习录》里王阳明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他的一位得意门生徐爱问到，孝有那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说“冬温夏凊”，标准是什么？王阳明回答说，这是孝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为了让父母舒适。冬天的时候，就要先跑到床铺里面，把床被睡暖了以后，才请父母亲进来睡，这是“冬温”；夏天的时候，先把席擦得凉凉的、干干净净的，才请父母亲进来睡，这是“夏凊”。这不是夏天和冬天的孝的偏好不同，而是在夏天和冬天让父母舒适的方式不一样，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孝。我同意贝克尔的看法，偏好是否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进入到效用函数里面的变量是具体的东西，还是属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的因素，如果是后者，偏好是不变的。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经常不容易直接观察到，而最基本需求的满足经常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手段，这些具体手段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上述所举的气候的变化，或是个人的财富、年龄等的变化，而必须有所变动，才能最好地满足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人的最基本需求也不只一项，在各项最基本需求之间也有替代。例如财富和社会尊重，一个人的财富多了，财富的边际效用会下降，而社会尊重的边际效用会提高，或是，社会的情况发生外生变化，例如天灾人祸，使在这一个时点上，从事社会公益带来的社会尊重提高，那么，一个理性的人也会在那个时点舍财行善。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只最大化财富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和一般理论模型中，为了易于操作、易于衡量，通常把中间的手段变量作为最大化的目标，而且，只最大化一个目标，例如利润最大化。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些现象你不能解释，例如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人会为了社会公益而放弃利润，于是，就让人认为这是偏好变了。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模型，甚至任何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模型，都只是人类行为本身的某一侧面的一个剪影，而不是人类行为本身。在佛经里，如来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佛所说法，如指月的手，帮助大家看到月，但是不要把手指当作月。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也一样，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经济社会行为的手指。现在行为经济学中所发现的偏好的不稳定是把满足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中间、手段变量作为人类需求的最基本因素的结果。




宛圆渊：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如果假设偏好是稳定的，但同时可以假设和偏好相关的“生产函数”是不稳定的，还有就是直接假设偏好在变。这两种变化是不是相互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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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所说法，如指月的手，帮助大家看到月，但是不要把手指当作月。

林老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经济学是人的选择的行为的科学，那么，从人的选择的最基本的动机出发来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人的行为会有最大的解释力，贝克尔的贡献就在这一点上。传统上，经济学把利润、收入、消费等经济变量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就只局限在生产、消费等领域，贝克尔把人的最基本需求的满足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就扩大到社会、政治范畴。其次，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中没有不变的东西，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理论之间的内部逻辑就会经常不自洽。其实，任何大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一个不变的终极行为动机为目标，而其他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则是可变的。例如，孔子的儒家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仁”上，“仁”是不变的，所以，“仁者乐山”。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知道哪些行为是合乎“义”的、是可以实现“仁”的目标的，就是“智”。由于情况条件不同，达到“仁”的行为方式也就不同，所以，智者的行为像水一样，是要经常变化的，所以，“智者乐水”。水是绕着山转的，因此，“仁者静，智者动”。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讨论偏好不变的那篇著名文章的德文标题“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的中文正是“不动如山”。最后，到底是假设偏好是稳定不变的，而偏好的“生产函数”是可变的好呢，还是直接假定偏好是可变的好呢？应该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为何来断定。经济理论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以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利的一个工具。从这个目标来看，哪一种假设方式比较好？如果直接假定人的偏好是可变的话，很多现象用“偏好变了”一句话就解释了，由于偏好不可直接观察，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变化，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对人的行为改变的原因的了解，也不能增加我们预测人的行为，或改变人的行为的能力。例如，如果我们假设人追求舒适的偏好不变，摄氏20度是最舒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决策者有暖气和冷气两种选择时，我们可以作出正确的预测：如果是低于20度，他会开暖气；如果是高于20度，他会开冷气。如果偏好本身是可变的，没有一个不变的目标，手段的变化就难以预测。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假定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动机，也就是偏好是不变的，而达到行为目标的手段是随内外在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动的，这样的假设方式比较好。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您提到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我想问的是，经济学理性是指什么呢？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最近罗伯特·希勒出版了《非理性繁荣》。您对这些对人类理性假设的修正有何看法？




林老师：我个人所认为的经济学的理性是指“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在了解这个定义时，有必要对“最佳选择”前的几个关键限定词给予特别的说明：第一，“一个人”说明理性与否是从作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而且，即使所作的选择是关系到群体的公共事务，是否理性也是就决策者自己而非群体的角度来作判断的。第二，“决策的时候”说明理性是就决策当时的情况而言，情况变了，最佳的选择也可能改变，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当时的决策是理性的。当然，一个决策者考虑的不只是即期的利益，也会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状况、过去的经验等，对未来有所预期，而把对未来的可能影响也放在当时的考虑之中。第三，“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说明理性与否是就决策者当时的认知而定，而且，仅就当事人可以选择的各种可能方案的比较而言，选择范围以外的方案不是决策者可以有的选择，所以，并不在考虑或比较的范围之内。每个决策者的选择范围会受他自己的认知的影响，认知一方面决定于决策者所拥有的信息，一方面决定于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选择的范围还会因决策者的预算、时间、能力，以及外在的相关群体、制度的条件、政府的政策、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差异。第四，“所认为”说明理性是根据当事人自己对各个可选方案的长、短期相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而言，这个比较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知识、信息、经验的积累不同，或是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上述对理性的理解是比较接近西蒙所主张的有界理性的，因为，我所谓的最佳选择是就决策当事人所认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他所认为的最佳方案而言，而非客观存在的所有可能方案中的最佳方案。但是，在实际构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时，到底是假定有限理性好，还是假定无限理性好？一般说来无限理性的模型较简单，就像在物理学中，假定落体是在真空中运动一样，如果用无限理性就能很好地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就无需引进有限理性的假定。如果用无限理性的假定无法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在构建理论模型时有两种策略：首先，可以假定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而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如果这个策略不成功，再放松信息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假定。中国有句俗语叫“杀鸡焉用牛刀”，理论模型只是用来说明现象的一种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越简单的工具越好。

至于《非理性繁荣》一书所讨论的美国股市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决策当时的情况和事后的情况，以及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有差异而引起的。就股票市场上的每个人而言，在决策当时的选择是最佳的。也正是因为个人在某一时点上的最佳选择，事后可能不是最佳的，以及对个人来讲是最佳的，对社会来讲可能不是最佳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才会如此有趣、如此充满挑战。同时，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途径，去创造一个能使个人理性的选择和社会理性的选择相一致的社会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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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只是用来说明现象的一种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越简单的工具越好。

盛柳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在作经济研究时，如果只看经济现象，往往会犯盲人摸象的毛病，只见一斑而不见全豹，而陷入“支离”的倾向，但如果先看理论的话，又往往把理论绝对化，而陷入“空疏”的困境。我们如何避免这两种倾向呢？




林老师：我先来谈如何避免“空疏”，再来谈如何避免“支离”。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在说明，人们如何作选择，而选择又会受到决策者的认知、内外在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不是最佳的。用老子的话来说，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之道，但这个“道”的表现形式是会随着决策者的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任何一个现有的理论虽然是理性的本体的一种表现，但不是理性本身，因此，不是“常道”。如果误把现有的理论当作“常道”，那么，就会犯了不讲条件的“空疏”的弊病。《老子》中有一段话，对此有非常精彩的批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所谓“前识”就是对“道”在先前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形式的认识，也就是现有的理论，它反映了“道”，但不是“道”本身，所以是“道之华”，如果把“道之华”绝对化作为“道”本身，就是愚笨的开始。《金刚经》里也说“若菩萨住于法……如人入暗即无所见”。所以，我们在学习现有理论时，必须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作为一种“前识”来对待，它“都对都不对”。“都对”是因为它是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表现；“都不对”是因为决策者所面临的条件是不断在变动的，它不是“理性”本身。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理论，在观察一个现象、解释一个现象时，就会以“常无”的心态，直接去了解现象，从现象揭示它背后产生的原因，就能达到《老子》里所讲的“以观其妙”和《金刚经》里所说的“若菩萨不住于法……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的境界。可是，我们多数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解释现象时，经常从现有的理论出发，结果就犯了“前识者”和“住于法”的弊病。

“常无”是每一位开创理论新思潮的大师所共有的思维特性，不仅老子强调这点，孔子也同样强调这点。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以这种“常无”的心态，如何来了解现象？孔子接下来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要善于发问、善于比较、善于归纳。就一位经济学家来说，第一，要很快认识到在这个现象中谁是主要的决策者？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第二，这个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达到这个目标所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方案？第三，每个可选择的方案的特性、相对的成本和效益是什么？如果能这样，应该就不难直接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机制是什么。在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机制之后，再跟现有的理论作比较，这样才能不被现有的理论所束缚，也才能对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谈如何避免“支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决策者在一定的内外在条件的前提下作出的最佳选择，那么，这样的最优都是局部最优的，而不是全体最优的，这些局部最优的理论的共同点是都是“理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了解到任何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共同性，那么，就不至于有盲人摸象，无法从局部去认识本体的“支离”的弊病了。在学习经济学时，如果对“理性”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能够自如地从决策者的最佳选择的角度出发去观察社会、经济现象，那么，下工夫的着力点应该是去了解各种可能成为决策的限制条件的各种外在社会、经济变量和各种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在分析、解释新的现象时，只要了解了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也就了解了决策者在那些条件下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了。但是，在对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还不能运用自如时，则应该从学现有的理论入手来理解“理性”的运用之妙。就像要成为一位好的画家，必须掌握线条、结构、比例、色彩，这些基本理论讲起来不难，就只有那几点，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位初学绘画的人，在对这些基本原则还没有运用自如前，通常要经过一段临摹大师的绘画的阶段，临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握、运用那些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学会画大师画过的画。同样，经济学家学习现有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大师们是如何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从而学会运用这种分析、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而不是为了学会运用过去的大师所提出来的理论。如果能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学习现有的理论，虽然每个现有的理论都是“树”，都是《老子》所说的“前识”，但会从树见到林，而不会“只见树，不见林”，会由“前识”认识到“道”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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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现有的理论是为了学会运用大师们分析、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

盛柳刚：林老师，您在《经济研究》上提出“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下面您能否就把握现象这个方面，给我们举个例子？




林老师：这个我以前谈过很多。“一分析”指的是要了解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是什么，选择范围里面每个可选方案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相对机会成本是多少。一般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限制条件，简单地讲，是收入约束。但是除了收入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例如，和发展阶段有关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可动用的资源总量和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鼓励轻工业发展，也可以选择支持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特性是什么？重工业的特性是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跟它在每一个决策点上可动用的资源总量有关，也跟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轻、重工业技术的本质特性有关。

在找到谁是决策者以后，怎样来理解一个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各种选择的本质特性呢？根据我自己的心得体会，主要依赖的是归纳方法。也就是说，你看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决策者作选择，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比如说，对于计划体制的产生，大部分人是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的。当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计划体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确实也可以推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但是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体制。比如说印度，他们也有国家计委，它的功能跟我们的国家计委差不多，再如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他们对银行贷款、对外汇的使用也有很多计划和行政干预。所以，计划经济的产生应该有比意识形态更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提出的当代横向归纳法，以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共同原因。

另外，要解释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原因，也可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即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考察。苏联的计划体制，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是从1929年开始的，1929年之前是没有这种体制的。那么1929年开始安排这种体制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坚强的国防体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前后是不变的，但是追求的目标变了，因此，这种体制的产生跟目标追求是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的公社化、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的。如果是因为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不在土改时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就直接合作化，而是先把土地分给农民，到1952年土改完成，1953年才开始搞合作化运动？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但是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是多么大的转变！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是从1953年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合作化运动可能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有关。这就是历史纵向归纳法，从同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的变化的先后次序去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大学》上讲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也就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同样以计划经济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对金融、外贸、劳动力市场等等多方面的扭曲。国外有很多理论解释金融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有很多理论解释外贸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通常把这些扭曲当作外生给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扭曲现象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为什么这些扭曲会同时存在，背后是不是有更基本的共同的原因。仔细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就会发现，它们是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去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意图有关，因为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就只能靠对资金、外汇等市场的扭曲和干预来保护、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所以，经由对这些同时存在的扭曲的分析归纳，可以更好地找到造成这些扭曲的共同外因。

在这里，我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观察、思考问题的心得。我有一个习惯，当我看见别人把几个变量并列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停留在那里，我一定会进一步思考这几个并列的变量是不是等价的，当中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外生变量，而其他变量则是这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我们知道，一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肯定会和这个外生变量同时存在，但是外生变量是“因”，内生变量则是“果”，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且，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现象同时存在，以我最近讨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为例，主张竞争优势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强调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有四点：第一，按照这个国家相对比较丰富的要素来选择产业；第二，发展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第三，发展能产生群聚的产业；第四，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在这四个条件中，除了市场规模外，其他三个条件决定于是否按照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因为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的话，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而企业如果没有自生能力，就不会形成群聚。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那么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而且由于资金稀缺，可以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数量肯定有限，所以不可能形成群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而国家保护就没有竞争了。所以，产业发展形不形成群聚，有没有竞争优势，决定于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因此，不能把竞争优势中的四个条件并列，等价对待，也不能说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其实是内含于比较优势的，顶多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最近经常讲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目前没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因为目前的金融学理论中把金融体系的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并列。当这三个功能并列而且这些功能不可得兼时，就不会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比如要最大地规避风险，就可能要牺牲动员能力等等。我的习惯则是碰到几个因素并列的时候，总是要想想这些因素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仔细想一下，金融体系的这三个功能当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配置资金的功能应该是最基本的。因为给定现在的金融资源总量，如果配置是最优的，那么，产生的剩余就最多，而且，有了最优的配置，资金的回报率就最高，在剩余中可用来作为积累的就最多，因此，下一期可以动员的资金就最多，所以，动员的功能是从属于配置的功能。如果作了最佳的配置，失败的概率应该最低，风险应该最小。所以，在一般所讲的金融体系的三个基本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其他两个功能是从属的功能，有了最优的配置，其他两个功能自然能达到。当只有一个变量要考虑时，就可能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的配置是什么？就是把资金配置给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的最有效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发达国家，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且，主要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R&D区段，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与否不知道，研发成功了，市场是否接受不知道，所以要面临很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资金相对稀缺，所以最有比较优势的、最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中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比较小，而且，生产的是成熟的产品，应用的是成熟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所以，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都要面对资金使用者也就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风险和道德风险，但是相对来说，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相对较小，企业家经营能力风险和道德风险就变成主要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包括大银行、小银行，各种金融安排在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承担的能力上不一样，所以从上面的推论就可以得出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处于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那么，哪一种金融安排最容易解决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当然就是面对面的金融方式，也就是说非正规的金融借贷和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借贷，资金的贷方可以较好地了解当地的企业家，所以，任何国家在发展阶段早期都侧重于非正规金融和以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等到经济发展，产业提升，资金需求量大，而且，技术和市场风险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大银行、股票市场，甚至二板市场就必须成为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中的主要安排。

我再次强调，当碰到几个同时并列的因素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并列的变量的特性是什么。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它们不是等价的，抓住外生变量才能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点。实际上我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认识也是这样的。别人看到了共生的内生现象，从内生的现象切入来分析，比如从预算软约束切入，或者从金融扭曲切入，或者从外贸扭曲切入，但是我去看这些共生现象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因素。我发现这些干预、扭曲背后的共同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的特性与发展中国家资金稀缺的特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可以把整套的扭曲都推论出来。可是一般学者只是看到这些扭曲，没有看到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动因，只是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如果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则会有以下缺陷：第一，这样的理论不彻底；第二，根据这样的理论推论所得到的政策建议基本不可行。因为如果不改变外生的原因，而直接去改变内生的现象，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常说的从second best到third best，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比原来预期的结果还差，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即使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




盛柳刚：在转型经济研讨课上，您提到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和在俄罗斯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在于玻利维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少、比重小，因此转型相对容易，而俄罗斯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已经有几十年，大部分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当然私有化以后情况会更糟糕。这里面就需要把握质和量的关系，您能谈谈您自己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吗？




林老师：赶超战略是一个靠大量动员资源来投资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的战略，这个战略推行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和实行这个战略的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总量成正比。玻利维亚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能动员的资源少，建立起来的没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数量也就少。实行休克疗法后，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因为数量少，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政府的干预、扭曲消除后，有自生能力的中小企业就发展起来了，创造了很多就业，社会发展很快，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可是苏联、东欧国家，国家大，自然资源多，靠国家动员政策建立起来的赶超产业规模非常大，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非常多，真要取消政府的所有扭曲和补贴就会造成社会动乱，所以，即使政府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了避免社会动乱，还是必须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补贴、保护，而且，企业私有化以后，以各种政策性负担为理由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但是，在休克疗法后，国家的税收能力低，所以，只能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私有化以后的企业，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样是要解决政府赶超所带来的扭曲和低效率，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解决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但是，因为问题的量的不同，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是成功的，在苏联和东欧是失败的。同样的情形，到现在为止，我国改革中最成功的是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交足了国家，留够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为剩余的所有者，积极性很高，农业发展很快。中国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是每年签订一个承包合同，后来承包期变成3年到5年，然后逐渐延长到15年，而苏联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签了50年的承包合同，所以应该讲，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彻底，可是苏联的农民不接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是苏联的具体条件与中国不一样：苏联的农场规模大，必须机械化生产，设备投入多，单个家庭买不起，而且，机械用的油料、零部件需要到市场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卖到市场，可是农场和市场距离很远，必须有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很贵，不是单个家庭可以拥有，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个体农户的积极性再高也克服不了这些困难，所以，在苏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虽然比在中国优厚，但农民并不欢迎，结果不了了之。相反，越南也学习了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南和中国同样，人口密度高，农场规模小，和市场接近，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越南也很成功。

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一个理论只能告诉我们，在理论模型的特定假设条件下，“因”如果变动，对“果”会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但是理论模型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量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以及除了理论模型中所导致的“果”之外，这个“因”的变动是否还会有其他附带的“果”，这些“果”的量有多大等。在运用理论于现实世界时，量的大小、时间的快慢以及是否有其他作用等却是至关重要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形经常有，对量的大小、时间快慢、是否有其他作用的判断只能依靠经济学家的直觉，这种直觉又来自于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的整体把握，所以，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关心社会、关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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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盛柳刚：我提一个有关理论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如何对待历史经验，这从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现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老师：我个人主张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当作一种《老子》里所说的“前识”。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对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作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真理本身，它们是经济学的“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想要解释的现象的限制条件以及可选择的范围和现有经济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可能不同，因此经济现象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不同。所以，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要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作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如果抱着“常无”的心态，那么学习现有的理论有什么作用呢？我想，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其他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我们可以将对现有理论的学习当作在方法论上的训练。当我们在面对真实的经济现象时，是按照从现有理论的学习中领悟到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按照现有的理论本身进行分析和解释，这样，学习现有的理论就会对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社会现象有所帮助，而不会使我们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对于历史经验，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的理论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需要通过历史经验来检验，才能知道哪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接受的，哪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舍弃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经验足够的重视。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同样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对待历史经验，才不会受到历史经验的束缚。比如，最近我在上海经济学年会上讲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至少还可以持续30年，这也是目前大家讨论的很热门的一个问题。但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历史上维持40年高速度增长的经济只有三个，而且，他们只是前20年维持将近10％的增长，后20年只能维持3％到5％的增长。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维持超过40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翻一番，可能要花200到3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第一个用50多年时间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的国家，如果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问大家，英国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从历史经验来看，可能需要好几百年，但英国只用了50多年；在英国之后，当美国开始发展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单从历史经验来看，会认为美国不可能在少于50年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可是，美国经济只用了四十几年就翻了一番；当美国经济实现了四十几年翻一番后，日本经济开始发展，如果日本经济学家考虑日本经济最快多少年可以翻一番，他们一定会说，不能短于40年，但日本只用了二十几年；后来亚洲四小龙开始发展，如果根据历史经验来预测，他们不可能在短于20年内翻一番，可事实上他们在十几年内就翻了一番；再来看中国，不到10年就实现了翻一番。所以，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但我们不能完全被历史经验束缚，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我的分析方式是，一个国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变迁，如果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当后发展的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同以前的国家一样，也会进行技术变迁，同时它会发现引进技术比自己发明技术成本更小，风险更低，因此它的经济发展能比以前的国家更快。所以，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时，我相信中国有潜力再维持30年的快速发展，而且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最起码、最低的界限。比如，当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考虑日本经济多长时间可以翻一番时，他们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美国40年翻一番，日本则可能比美国快，他们可以认为至少40年就可以翻一番。再来考虑中国的情况，我相信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维持30年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日本在1960年的发展阶段相同，到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日本当时依靠的是引进技术，如果中国也是靠引进技术，现在中国能够引进的技术比日本当时能够引进的技术更多、更便宜，因此中国至少可以和1960年的日本一样，再维持3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1960年到1988年用了近3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我可以保守一点，认为中国在30年以后人均收入至少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用理论分析的方式推论我的观点：上面已经说明中国至少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维持每年8％到10％的增长率，平均起来每年9％。美国属于技术最前沿的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起来大概每年只有2％，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能比美国高出7％，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按照美元计算是美国的3％，按照这样计算，3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大约是美国的24％。同时，人民币会升值，因为所有高速发展的国家的货币一定会升值。在1960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约是360日元兑1美元，到80年代变为150日元左右兑1美元，这是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88年赶上美国的一个原因。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8.27元人民币兑1美元，我相信中国再维持30年强劲增长以后，汇率很可能是4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样，我国的人均收入就会是美国的一半左右了。我以上的分析有理论分析，也有历史经验，但历史经验只是一个参考系，并不是说历史经验一定会重复发生。

我想，用禅宗或者理学的一句话来讲，对待理论，必须“有而不有”，对于历史经验，必须“知而不知”。“有而不有，知而不知”，好像非常抽象。禅宗的学习有所谓“口头”，学习者经常通过理解“口头”来体悟禅理。经济学也是这样，当体悟到经济学的本体以后，也可以提出像“口头”一样的东西。在经济学中所谓“有而不有”可以这样解释：第一个“有”，就是必须有对经济学本体的把握——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选择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而且要将其作为分析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有”；所谓“不有”，即要对任何理论持“常无”的心态，不能将理论当作真理本身。所谓“知而不知”，第一个“知”即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不知”即对于任何新的经济现象都要有“不知”的态度，这样才能用所“知”的经济学的本体方法来揭示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知道了经济学的本体，也是真正地掌握了经济学的精髓，才能真正解释所看到的每一个经济现象。




盛柳刚：林老师，这是邢兆鹏同学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在讲经济学的方法论时借用东方哲学语言如“体一用殊”等，会不会导致这种哲学语言的原意与引用意的差别？那些原来学习东方哲学的学者会不会认为您是一种误用，或者是一种不适当的引用？比如说对于您所讲的经济学的“体”与“用”，是不是用“理一分殊”这样的说法更好？因为熊十力讲“体用不二”而不是“体一用殊”。




林老师：语言本身是活的。比如“理一分殊”被提出时，其内涵也是有几次变化的。“理一分殊”最初被提出时，是用来说明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的不少创立者最初都受到佛学、道家很大的影响，后来又转归到儒学。例如，朱熹刚开始用“理一分殊”的时候是指儒、释、道三家所追求的道是相同的，但他们各有侧重点。但后来比较常用的说法是，“理”是相同的——比如在儒家的理学里，有“五伦”之说，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朋友之间要有信，但随着身份的不同，究竟是仁，是忠，是慈，是孝，还是信，其表现又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对于“理”的表现方式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初所讲的“理一分殊”和后来所讲的“理一分殊”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含义，重要的是在用这个词的前后文的情境下，内涵是否清楚。

再者，关于“体一用殊”和“体用不二”。“体一用殊”是指一个体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用不二”则是指一个悟了道的人的境界，把握了本体，在任何状况下，他的行为都是合乎道的。比如“仁义礼智信”，“仁”是体，“义”、“礼”、“智”、“信”其实是“仁”在不同情形下的用。所谓“义者，宜也”，“义”与否的根据是“仁”，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所谓“礼”，是说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在一体中，还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亲疏远近的差别，根据这个差别的要求所表现的行为准则就是“礼”，所以，“礼”的依据是“仁”；所谓“智”，是指每一行为的选择都符合“仁”的要求，如果不符合“仁”的要求，就是“不智”；所谓“信”，《论语》里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说，承诺是否符合“仁”的基本要求，如果违背“仁”的要求，行为不合乎“礼义”，“信”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说，“义”、“礼”、“智”、“信”的本体是相同的，都是“仁”，但“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义”、“礼”、“智”、“信”，所以，“体一用殊”。而“体用不二”是指真正掌握了“体”的人，也就知道在各种情况下该怎么行为，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逾矩”。在六祖惠能的《坛经》里，也有“定慧一体，体用不二”之说。如果真正掌握了“慧”，就一定是“定”的；如果是“定”的，就一定有“慧”。在讲“慧”的时候，“慧”为体，“定”为用；在讲“定”的时候，“定”为体，“慧”为用。“定即慧故，体不离用”，“体用不二”。我在讲“体一用殊”时，也可以说是“体用不二”，对于一个读通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体用不二”的，但是，任何写出来、表述出来的理论是“体一用殊”。因为如果真正掌握了经济学的“体”，每一次分析经济现象都是经济学的“体”在这种状况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是“体用不二”的；但当将这个“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表示出来以后，他就变成一个特定的东西，就是“体一用殊”。就像《道德经》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和另一个“名”是“殊”的，因为其条件不同。但作为一个真正好的经济学家，是“体用不二”的，因为“体”都是相同的，“用”则是“体”的表现形式，亦即“体用不二”。

至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智慧的语言来表示究竟好不好，我自己是思想很解放的，我认为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包括外国的东西。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在使用外国的东西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语言时，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如果用到老子、庄子、禅宗以及理学的东西，就会被认为思想很顽固，我认为这还是思想不够解放的体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是不管它是我们传统的东西还是外国的东西，只要它是好的东西，就应该接受，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邢兆鹏：我们看50年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过去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发展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那些按发展理论来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开始消亡，有的人说发展经济学的衰败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幸运，因为没有理论的束缚，他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实际上是“知”在“行”之前，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想问林老师，我们现在都在强调“行”在“知”之前，实践在前，理论只能是解释现象，那么您对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什么看法？




林老师：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在讨论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时候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同意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发展理论，对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基本上按照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主流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都不成功。转型也是一样，按照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虽然发展经济学中认为重要的变量，经过转型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善，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同样不好。这是因为，当前的经济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他们的理论来源根据的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处于技术、产业的最前沿，他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新技术的不断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却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取得，在引进技术时必须考虑哪种类型的技术较合适，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特性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被现有的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牵着鼻子走。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一定有经济逻辑，经济现象都应该能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任何经济问题也应该可以从对问题的特性的分析中得到对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对于真正掌握了经济学本质的经济学家，“体用”是“不二”的，由“体”就会知道怎么“用”。当信息产业、互联网非常热的时候，我一直持有保留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在北京，有一个亦庄开发区，有一个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刚开始时，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非常热，但现在亦庄开发区非常热，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则非常冷，为什么呢？因为亦庄开发区发展的是传统产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发展的是高科技产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所以说，经济现象并不是不能够被预测，只要真正对经济学的本体有认识，“体用”是“不二”的，“知”是可以在“行”前的，只不过这里指的“知”是对经济学本体的认识，而不是对现有的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的了解。我们必须有信心，要成为一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并不难，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不要把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局限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上。上次在上海开经济学年会时，有位教授呼吁经济学家要多看书，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家要看书，但我反对经济学家只看书，书上的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有的经济现象，但如果把握不好，也可能妨碍我们对现象的理解，产生“如人入暗即无所见”的结果。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自己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




邢兆鹏：您现在提出很多想法，在外人看来是可怪之论，但我们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您是从一以贯之的逻辑出发的，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您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提出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的理论时，让您产生这种想法的源泉究竟在哪里？




林老师：“扣其两端而竭焉”，我是从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好，改革后却快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困难重重的现象中比较、分析、归纳得来的。




邢兆鹏：您是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还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分析才得到的？




林老师：借用禅宗里“顿悟”和“渐修”的区别来说明，这是一个从“渐修”到“顿悟”，从“顿悟”再到“渐修”的过程。对一个现象真正的理解首先需要对这个现象感兴趣，开始去关注这个现象，但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则需要有一个“顿悟”的飞跃。单单有对现象的关注，资料的收集、分析、归纳的“渐修”，如果没有“顿悟”的飞跃，并不一定能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成千上万的各种可能的社会、经济变量中，认识出造成这个现象发生的最重要的外生变量，提出对现象背后形成的逻辑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然而，在提出了一个理论后，还要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将这个理论作各种推论，然后看这些推论是否和各种已知的和新收集的经验事实一致，如果都一致才能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如果不一致就代表提出的理论有问题，必须再去寻找其他可能的外生变量和解释。1988年我初次提出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体系，固然有先前对改革前后发展绩效差异，以及亚洲四小龙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困难重重的多年思考，但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提出并不是靠理论模型一步一步地推导得来的，而是在那年秋天应邀在一个新的时事杂志的出版发布会上做讲话时悟出的。当时国内经济一放就活，出现过热，我在准备会上的讲话时，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灵机一动，突然悟到要素禀赋结构、产业与技术选择和各种制度扭曲之间的关系。其实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新的经验现象的新理论时，通常是这位经济学家先悟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外生变量，然后才根据这个变量来构建和其他给定的外生变量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靠某些模型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见性成佛的“顿悟”，一个理论模型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量，只要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某些假设的条件不同，理论模型是可以有任何不同的结论的，从而，是难以提出有意义的新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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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提出是一个从“渐修”到“顿悟”，从“顿悟”再到“渐修”的过程。

至于需要由多少的“渐修”才能产生“顿悟”的飞跃，可能因人而异。《中庸》里把“知”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生而知之”的人不需要靠大量的数据收集、归纳的“渐修”，一见到现象就能够明心见性，直接产生这种认识的飞跃。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那里的训练特别强调对问题的直觉（intuition），直觉也就是从现象中直接认识背后的重要外生变量和因果关系的顿悟的能力，我有幸直接观察、学习那些知名教授怎样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在直接认识现象的能力上，也许我比你们“先知”，“先知觉后知”嘛！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各位谈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希望你们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入手，逐渐培养“生而知之”的能力。《中庸》里又说“及其知之一也”，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知”，只要你“知”了以后，就能真正地做到“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认识、分析问题不是很难的，哪里还有比经济学的方法更简单的东西呢？（同学笑声）。构建数学模型是有一定难度，但是，要将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是很简单的。




盛柳刚：我们学生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一般需要阅读文献、观察经济现象，写出内部逻辑一致的模型，但是我们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林老师：在不同的阶段，着力点应该不一样。在目前阶段，你们作为学生，首要的着力点应该在于作好经济学和数学的基本训练，将各种基本训练作好，各种理论、文献尽量多学、多看一点，我想学生阶段相当大程度上应当是做这些工作。通过日积月累，就像朱熹在讲“格物致知”时谈到的“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达到豁然贯通。要达到豁然贯通，必须在心里有一定的追求，要去了解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经济学所学为何，这些问题必须时常放在心里。如果内心没有这种追求，没有像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不时常将这些问题萦绕在心里，就很可能难以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到了毕业了，应该在什么地方用功？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现象，应该有能力很快认识到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选择对象是什么，选择对象的特性是什么，几种选择之间的机会成本、相对效益等。所以，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在认识各种社会、各种群体、各种选择对象的特性上多下工夫。比如说农业生产有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特性，农业生产散布的空间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生产周期长，而工业生产是在工厂里，时间短，随时有产出。我们在读各种理论时要特别注意这些特性的描述，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要特别注意周遭的各种事物的特性。如果平常对各种条件、环境、选择对象的特性非常注意，在观察新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从已知之理去推测未知之理，从已知的现象去推测未知的现象，这样就会比较容易构建一个可能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模型。

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四种能力和一种心态。这四种能力是指：首先，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其次，观察一个现象时，要有能力很快掌握住和这个现象相关的决策者是谁，以及决策者所面对的各种约束条件、各种选择的特性；第三，要有能力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第四，要有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的能力。如果具备了以上四种能力，就可以写出很好的、可以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论文，而且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经济学论文。我想，构建模型和计量检验的能力是你们现在学得最多的，但是，能不能从构建模型中体味出千变万化的模型背后共同的东西，能不能将这一部分认识转化为真正存于心里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知道”和“悟道”的差别所在。“知道”和“悟道”之间有什么差别？“知道”就是把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悟道”则是把经济学的本体变成思维的方式。“知”是放在口里面的，你会说；“悟”是放在心里面的，“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悟”了——学现有的有关经济学的文献时，从有关经济学的文献中悟经济学的本体；学理论模型时，留意各种事物的特性、每种选择的风险和机会成本等。等到能够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运用自如时，真正需要用功的地方是了解各种现象的特性，而不是学经济学的理论。

除了上述四种能力，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这是一位学者所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作为学者，我们不能不学习现有的理论，也不能不从观察到的现象中不断总结出理论，但是，一个学者在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有批判的态度，去观察一个现象时，要不被现有的理论，包括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所束缚，才能真正地了解事实，提出真正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这个道理在《老子》中讲得最好。《老子》开宗明义地讲“无”（尚未认识的现象）和“有”（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就是说，“有”和“无”同样是“道”的表现形式，都可以称之为“玄”，了解一切现象的法门（众妙之门），就是不断从“无”中去发现“有”，但是“道”是生生不息的，不断变动的，所以，需要“玄之又玄”，也就是要“有了又无，无了又有”。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以“无”的心态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以达到“有”的境界，但是又要不断地放弃现在的“有”的认识，重新抱着“无”的心态去观察世界，才能不受“前识”的束缚，而真正认识到“道”的奥妙。我发现，在经济学的学习中，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同样一个选择，在一个国家是最佳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却可能是很糟的。以发展战略的选择为例，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选择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是一项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决策，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印度和中国在50年代选择同样的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政策却是失败的，因为印度和中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低，这样的战略是赶超的，所以是失败的。同样，在一个国家里，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作了一个最佳的选择，而到了下一期约束条件可能变化，可能就不再是最佳的选择。例如，同样是乡镇企业，在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村地区有“无工则不富”之说，但是到了90年代末，乡镇企业越多的村镇则负债越重，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是一个短缺经济，乡镇企业虽然在公司治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上有许多问题，但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到了90年代末，我国出现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乡镇企业的产品难以和新建立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竞争，因而纷纷破产。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把过去所知的各种现象以及根据这些现象提出的理论都视为“前识”，永远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才能真正掌握“理性”的奥妙。




盛柳刚：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经济现象获得直接经验，比如通过考察国企获得对国企的直接经验，也可以通过间接资料获得对事实的了解，这个主要是靠阅读文献，那么我们如何从文献中获得无偏的事实性资料？举例说，关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们对于当时现实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您对农业危机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所了解的农业危机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您加工了的，我们如何区分这种经过加工的“事实”与事实本身？




林老师：任何理论都属于“瞎子摸象”，每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都建立在他所摸到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学家所摸到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的全貌，所以，做学问要“常无”，要在不疑处有疑。如何才能在不疑处有疑？当你看到一个理论时，首先要根据理论的逻辑作一些推论，除了主要的推论，还要看次要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的推论是否和作者提供的以及你自己所知的事实相符合。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那么，就不应该接受这个理论，而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可以和这些事实都相符合的新的解释。而且，即使现有的理论的各种推论都和已知的事实相符合，也应该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可能的竞争性假说，然后，进一步收集资料来检验现有的和新提出来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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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论都属于“瞎子摸象”，经济学家所摸到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的全貌。

不仅学习现有的理论要有“常无”的心态，直接去考察事实时也必须有不受现有理论束缚的“常无”之心。例如，有许多企业理论讲，一个企业如果有预算软约束或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就会没有效率。去考察国有企业时，不难发现许多国有企业确实有预算软约束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因此，许多学者就认为国企的问题在于预算软约束和公司治理。但是，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和公司治理问题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在考察国有企业的问题时如果不能有“常无”的心态，而是从现有的企业理论出发来考察，那么，就很难看到更深层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所以，直接去观察事实时，也要从谁是决策者，决策者面临的约束和选择出发来考察问题，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出发对号入座来考察。




邢兆鹏：我认为把握经济学的本质之后去观察事实的话，是主体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提炼，如果我们提炼的限制条件和所作的假设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就说明我们的知识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去提炼它的限制条件，就有变化，可能完全不同。




林老师：对，一个理论在一种状况下可能是正确的，在另外一种状况下可能就不正确。随着时间的变动，条件约束和目标选择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就应该根据新的状况重新作分析，提出新解释。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玄之又玄”、“常无”、“常有”的态度。




盛柳刚：作经济学研究，不仅仅需要方法论的指导，也需要一种发现问题的目光。我们看林老师写的好多文章，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选题也非常好，比如说三年农业危机。我们在作研究时，有时候发现问题不错，可是觉得没有能力把握，但自己有能力把握的问题，有时候却显得很没有意义。你觉得如何才能达到两者比较完美的结合？




林老师：首先，这跟眼光和胸襟有关。王阳明在还是小孩时写了一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如果没有大如天的法眼，即使看到了月亮，也发觉不到月亮比山大。只有关心国家、社会、人类命运的人，才能把握住大的历史、时代的机遇。其次，能力决定于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的努力，如果从小就有直接观察现象、从现象中自己找答案的训练，那么把握现象的能力就高，如果从小都是从书里面去找答案，遇到问题就去查书，那么，碰到实际问题肯定是束手无策。不过，只要有心去学，从任何时间开始都不迟，从“困而知之”变成“学而知之”嘛！等到一旦豁然贯通以后，对现象的骨骼和枝节就会一览无余了，就可以掌握全局，变成和“生而知之”一样了。孔子自己说是到七十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达到“生而知之”的境界，有人说孔子这是谦虚，他应该是“生而知之”。但至少他自己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逐渐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提高才达到“生而知之”的境界。你们现在就有直接从对现象的观察中提出理论的能力最好，如果没有也不用着急，只要有心，可以从“困而知之”开始，到“学而知之”，到“生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不过，必须要有心学习才可以，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如果你们不是有心学习，那么，老师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帮助你们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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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

盛柳刚：我想问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良心的问题，也就是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尊称吴敬琏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因为他比较关心福利问题。那我们前面的讨论是从实证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创新和贡献来讲的，但对于现实来讲，规范经济学也非常重要。您能不能谈谈经济学家的良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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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能够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环境，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办法。

林老师：我们作为社会中极端幸运的少数人之一，应该有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的胸怀，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的公正、社会的收入分配等问题。作为有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我们对于社会不公的现象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批评，也不能像有些社会活动家那样有“反富”的心态，主张用劫富济贫的方法去帮助穷人，那会牺牲效率，最后穷人也得不到好处，因为如果富人的钱得不到保障，就不会去努力工作，没人努力工作，经济就不会发展，那么，即使把富人的钱都分配给穷人，穷人花光了钱后还是穷人。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应该通过对人的理性的掌握和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来倡导一个制度环境，使每一个人的理性选择也同时达到社会理性的目标。我们知道穷人可以用来赚钱的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而富人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资本，在像中国目前这样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我在《论经济发展战略》中所阐述的那样，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有关的其他制度安排，那么富有的资本家为了追求他个人财富的增加，就会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穷人仅有的劳动力就能得到最大的就业的机会，就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整个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进行最多的资本积累，这样劳动力就会逐渐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资本从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的价格会逐渐提高，资本的报酬逐渐降低，那么，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缩小。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为前提，所以，创造一个能够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环境，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办法。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再鼓励创造一些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机构，去照顾那些没有工作能力或是失掉工作能力的鳏寡孤独，这样就既能兼顾效率，又能兼顾公平。反之，一个经济学家如果鼓吹赶超战略，而政府接受了这种意见，那么这个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资本过度密集，投资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难以提高，不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而且，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来生存。由于投资规模大，除非这些产业全部由国家来投资，否则能投资到这些产业中的人必然是富人，而政府保护补贴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钱，只能来自于不被保护的产业的明的税收或暗的价格剪刀差，在这些不被保护的产业中的人是收入较低的人，这样赶超战略不仅减少了穷人的就业机会，而且还要用低收入人群的税收来补贴富人的企业的发展，收入分配将会更为不平均。 不仅如此，赶超战略还是不可持续的，最后经济必然停滞，发生危机、崩溃，而在经济发生危机时，穷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我国有句成语“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对穷人的救济、扶持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只是扬汤止沸，我认为经济学家的最大良心在于推动一个让每个人的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的增加的时候也同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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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盛柳刚：您提出的经济学家的社会良心在于创造一个制度环境以让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创造社会最大的利益的看法很新颖，可是在苏联、东欧的转轨中，流传的一个笑话说，美国国防部所拥有的最具破坏力的秘密武器是经济学家。这固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也反映一定的事实。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对社会进步作贡献，而不是一位破坏社会进步的经济学家？




林老师：确实，在这个社会中“好心干坏事”的情形很多，就像《老残游记》当中有一句话：“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作为一位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我们负有推动这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责任，但是一位社会精英如果不通世故、不明事理，那么知识越多、能力越大，对社会的破坏力也会越大。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时，过于保守将会一事无成，过于激进则“过犹不及”，产生的破坏可能比保守还大，但是要做到朱熹在《大学集注》中提出的“处之无有不当”，必须做到“知之无有不明”。“读书所以明理”，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把书读通，在追求社会变革时应该把握住以下四点：

第一，要分清楚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差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必须从改变决定内生变量的外生变量着手，如果不改变外生变量而想去直接改变内生变量，那么，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很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例如，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结构上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上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以及制度看起来都比发达国家落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必需的，但是，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不提升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试图直接去提升这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结果就是拔苗助长的赶超。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确实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Acemuglu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okolof等人最近的研究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收入分配等，如果不从这些外生变量着手，那么，即使移植了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也顶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很多人把美国的强盛归功于美国的宪法，诺斯有篇文章谈到拉美国家的宪法是照搬美国的宪法的，但是并没有产生同样的作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作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们到底怎样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文化传统当然不是可以在短时间里产生质的变化的，所以，能够比较有效改变的应该是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的改变，也不在于剥夺富人的财产将之重新分配给穷人，这样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我想，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来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这样，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其在总分配中的份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收入分配趋于改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水到渠成。弄清内生和外生变量不仅在推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上至关重要，在推动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上也同样重要。转型中国家的许多制度安排是效率很低的，但是这些扭曲的制度安排是内生于赶超战略下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需要的，因此，如果不从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着手，而想以休克疗法一下子把所有制度扭曲都消除掉，就会产生“经济学家是美国国防部的最秘密武器”的那样的好心干坏事的结果。

第二，在外生变量中还要分可变动的外生变量和不可变的外生变量，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只能从可变的外生变量中着手。以第一点讨论的制度问题为例，一个国家的制度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和法律、文化传统等，法律、文化传统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而收入分配则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战略、技术选择来改变的，所以，要有效地改变一个国家的内生制度，应该从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发展战略选择入手。由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对内生制度的形成有影响，但是不可改变的外生变量，如法律和历史文化传统，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不可改变的外生变量，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以后，其社会、政治制度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会有许多差异的。相同的道理，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除内生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外，还决定于该国过去的产业、技术的选择，所以，当产业、技术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而提升时，也会出现路径依赖的情形，但是，过去的产业和技术是不可以改变的外生变量，所以，要最快地提升内生的产业、技术结构，只能从选择能够最快地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战略着手，而同一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会有不同则在于过去的产业、技术的差异和产业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第三，一个变量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并非一直不变，必须根据要分析的问题以及所在的环境、条件等而定。以要素禀赋为例，就每一个时点的产业、技术选择而言，它是外生给定的，但是，要素禀赋提高的速度是由这个经济中每一期生产的剩余量的多少以及储蓄倾向的高低决定的，所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要素禀赋结构的高低又是内生的。又如，发达国家现在所用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可用的技术的最高水平，他们只有自己投资于技术的研发，才能推动技术边沿往外扩展，取得新的、更好的技术，所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可能边界取决于他们的研发的力度，是内生的。但是，对于一个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的创新主要来自于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为主，由于技术可能边界是由发达国家的研发力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发展中国家的自己的努力决定的，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可能边界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外生变量。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技术可能边界内的各种可能技术中到底该引进哪种技术才合适，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和现有的产业结构的特性，所以在技术的采用、引进上又成为内生的。

第四，经济学的原则必须变为具体的经济政策才能发生作用，但是一个具体的经济政策是否合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并不能从这个政策本身得到结论，而必须根据该政策所运用的国家的具体状况而定。在上一个问题中，我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对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和收入分配，以及由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收入分配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但是，和一个变量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不能先验地决定一样，具体的产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也不能先验地决定。以我在《论经济发展战略》中所举的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例，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提出该战略时，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美国的40％，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所要求的产业结构的提升的，是属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所以，虽然日本的通产省只支持日产和丰田两家汽车厂，本田等其他十余家企业不顾通产省的反对，在没有任何政府扶持的情况下进入该产业，也能够获得成功；而同样是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提出时，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5％左右，这个战略却是赶超的，所以，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厂直到现在还只有在政府的高关税保护下才能生存。同样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有许多在一个国家非常成功的政策，在另外一个国家不成功，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我国在1979年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增产增收，对我国改革的成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1988年戈尔巴乔夫也在苏联推行同样的制度，条件比中国更优惠，承包期长达50年，但是苏联集体农场的农民竟然无人接受，原因是苏联的农场规模大、和市场距离远，每个农场必须要有大量的耕作和运输的资本投入才能运行，单家单户的农场没有这些资本投入，即使变为个体农场后积极性提高也无法经营，所以无人接受这一制度。再如休克疗法，20世纪80年代在玻利维亚推行得非常成功，但是90年代却带来了苏联、东欧经济的崩溃，原因在于玻利维亚是一个小国，政府能够支持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少，休克疗法以后，这些企业破产带来的社会冲击小，而苏联、东欧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休克疗法带来的冲击超过了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从而造成巨大的混乱和生产力的破坏。不仅在一个国家成功的政策在其他国家不见得成功，在同一个国家先前成功的政策在后来也不见得成功。例如我国的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曾经非常辉煌，创造了农村“无工则不富”的经验，90年代初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可是，后来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到了90年代末大量破产，造成了农村大量的负债。原因在于80年代我国是一个短缺经济，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差但是不愁没有市场，到了90年代末，我国由短缺经济变成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乡镇企业难以和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产权明晰、公司治理结构较好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竞争，所以纷纷破产。

由于以上第三、第四点原因，一个经济学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时和在从事经济研究时一样，对现有的理论和经验必须有“常无”的心态，只有这样，在分析问题时才能达到朱熹所提的“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提出的政策主张达到“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在人生理想追求时，谈谈主义是需要的，但是在具体处理问题上，我很赞成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如果能够对经济学的本体有很好的把握，并秉持这种态度来研究问题，就不难达到“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无过不及”的境界。即使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只要不照搬理论和经验，不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那么，任何问题背后都有造成这个问题的逻辑，只要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这个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那么，提出的解决方案、政策就会沿着应有的逻辑前进。以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例，虽然当时我国并没有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的变革又是由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政府官员和普通工人、农民根据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来进行的，但是，现在回顾起来，我国的改革却是非常有效率地沿着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的。前苏联、东欧在改革时虽然请了许多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去帮他们设计，但是，用休克疗法的结果却是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崩溃，即使到今天，有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还达不到10年前尚未转型时的水平，你讲的笑话说的就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大师在苏联、东欧改革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所以，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我们一定要从你提的这则笑话中吸取教训，不要书越读越傻、越意识形态化。




盛柳刚：作为这次对话的结尾，我想向您请教您曾说过的一句话——“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为什么您如此乐观？




林老师：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为什么我这么乐观呢？这是从经济学理论的特性推论来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几个变量之间的简单逻辑关系，既然是简单的逻辑关系，那么怎么知道哪个理论是重要的？哪个是贡献大的？其实，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我的这个看法是根据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归纳得来的。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种经济学大师产生的时、空的相对集中，其实是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来。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比发生在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现象的影响大，因此，解释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的理论的影响也就大，而在世界经济中心工作的经济学家对这个中心的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理解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在世界经济中心工作的当地学者或是外国学者。我相信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再度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到那时，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贡献就像现在解释美国的经济现象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解释英国的经济现象一样，会被认为是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所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逐渐转移到中国来，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的经济学大师辈出于中国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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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像画匠和画家的差别一样。

一般我把经济学家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学教授”，第二层次是“经济学家”，第三层次是“经济学大师”。一位好的经济学教授必须对现有的理论、文献非常熟悉，能作很好的归纳、总结，并能够很好地讲解。如果对现有的文献不熟悉，理解得不透彻，那就不是好的经济学教授。一位经济学家则必须能够根据新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像画匠和画家的差别一样。画匠能够把别人的画重新绘制得非常好，或者说能够把传统的技巧掌握得非常好。画家则必须能够推陈出新，不管是在意境上还是在构图上，都应有所创新。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的差别也是这样的，学习现有的文献、理论只能够成为经济学教授，要成为经济学家必须从研究现象开始，从那些不能被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中提出新的理论来。和经济学大师相比，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一个个小理论，从每一个小理论来看是内部逻辑自洽的，而且理论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也是一致的，但是各个理论之间经常会打架，无法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经济学大师的贡献则是创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包容很多新的小理论，这些小理论分开来可以解释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的现象，合起来则成为一个一以贯之的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只有掌握了导致一个时代变革的最外生的变量，并以此作为逻辑出发点，才能构建一个既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现象，又是内部自洽的理论体系，而只有具有大的胸襟和眼光，才能够从各个不同的现象中去发现这些现象后面共同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外生变量。中国的改革发展中出现了很多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些现象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呼唤大师的时代，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抓住21世纪中国经济为大家提供的机会，成为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这样的努力既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和经济学科的发展，也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注释

〔*〕时间：2003年12月26日；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主提问人：盛柳刚；整理：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贺《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






一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以来，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研习在我国蔚然成风，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也是独占鳌头。然而，我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即使少数几位在国际上成了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其成就也主要局限在和社会、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数理和计量等经济学的方法论方面，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这一两年来我在许多场合大力宣扬：“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既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

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稍一留心即不难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是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特性所决定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说来，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甚密，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鼎盛状态，当时报界、学界常用的一个比喻“美国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发生重感冒”即是活生生的写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成就。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当然多出于此。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当然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我国自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以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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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所以坚信下个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在十六七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中华文明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鼎盛的文明，其后，中国逐渐衰弱，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之间，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除了中华文明之外，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几个文明曾经鼎盛过，但在独领风骚百千年后，都由盛而衰，最后被其他文明取代而消亡。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出现过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4〕如果我国真能在下个世纪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将创下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旷世奇迹。由于过去只有由盛而衰或由衰而盛的文明现象，因此，在世界上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也就只有解释一个文明如何由盛变衰或由衰变盛的理论。怎样解释中华文明这一由盛变衰、再由衰变盛的奇迹，将在下个世纪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课题。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关心自己国家的盛衰，现在衰弱的想富强起来，现在富的想将来万一衰落以后，怎样再富强起来。研究这一中华文明的奇迹不仅对我国有重大意义，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因此，不仅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会对此感兴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会热衷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然而，这个现象发生在我国，我国的社会科学家在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和产生这个现象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所以，我国学者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因此，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世纪，将不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二

当然，上述几个道理，只说明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拥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绝好机会，但要把可能变成现实，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上还必须作出非常自觉的努力。对于本土化和规范化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最近进行了不少讨论〔5〕，我想利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这个机会，阐述一下我的一些看法。〔6〕

本土化　要使下个世纪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

一位经济学家要对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就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把别人的理论学得再好，顶多也只能成为一位好教授，无法成为一位领导世界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那么，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科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对发生在一个社会的经济现象，经常只有生活在那个社会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了解清楚，对于那些不身临其境的问题和现象，即使是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也经常是隔靴搔痒。这也是当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时，世界上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生活在英国的外国人，而当世界的经济重心转移到美国时，世界上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的原因。华人经济学家中尚未出现对世界经济思潮产生影响的大师，原因之一是，华人经济学家大多数是读大学时才到国外，拿到学位以后，又留在大学教书，所以虽然人在国外，其生活经验却局限于大学校园，对于所在社会的现象仍然是置身其外，雾里看花，难以吃透。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没有社会内容的数理或计量方法较易取得成就，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较力不从心。不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研究，产生的成果自然在社会上不会有多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国际意义越来越大，尤其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现有理论所不曾设想过的现象。我国经济学家在对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将这些研究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上，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国际化，自然不应舍近求远，而应以本土问题为入手点。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除了有利于我国经济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外，而且还将使我国的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经济科学理论的创新经常是在现有的理论解释不了出现在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发生的。因此，即使是对国际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也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本土化”理论。既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般以他们自身所处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特定对象，自然在研究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所在社会现有的制度、技术、资源作为给定的条件，也就是把处于技术前沿而制度相对稳定的社会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是必要的，但是在运用外来的经济理论来分析、理解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切忌生搬硬套。只有经过“创造性重构”的思维过程，弄清这个理论所舍象掉的社会变量在我国也同样是无关紧要，而这个理论所抽象出来的几个变量在我国也同样是重要的变量时，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经济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时应有的态度。事实上，我国目前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技术、制度落后，资源贫穷的国家如何快速发展和过渡的问题。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还很不成熟，对过渡问题的研究则只是刚刚开始。〔7〕因此，对于我国目前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现象的解释和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国自己的经济学家重新从本土现象的深入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才能较好地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并找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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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规范化　规范化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科学圈里最近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大家所以关心这个问题，相当大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而且，问题经常重复讨论又不见水平提高。因此，参与这些讨论的学者希望在国内社会科学界引用、推广国外比较成熟和公认的写作范式和评价体系。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时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在发表一篇论文前必须请对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评审，文章最后必须由作者本人定稿不能由编辑任意删减等。这些内容多属“形式”的规范化的问题。既然旧的自律已失效，只能依靠较为客观的他律。〔8〕建立上述“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我完全赞成。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贡献，还同时需要遵循理论创新和理论批评的规范化。

远的姑且不说，近年来，国内每年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可谓不少。然而，到现在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做得较好的，也只不过被认为是在为外国学者整理资料。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改革前，经济学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创新。改革后，思想上的禁锢一旦消除，理论界出现了一片空白，经济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学习、引进西方现有的理论成果上，这些工作自然得不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开始有些经济学者对我国的经验、现象进行总结，然而仅限于描述的阶段，因此，只能得到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重视。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方法论的规范化除了研究、发表形式的规范化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界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的规范机制。当我们对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有所认识以后，什么是这样一种机制，其实不难回答。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因为只有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说明清楚。

其次，经济学家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如果一致，称为“不被证伪”，这个理论就可以暂时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摒弃。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经济社会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时，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这时，怎么决定哪个理论是“是”，哪个理论是“非”？通常，我们可以从每个理论中得出许多推论，因此，我们可以用不是这些理论所要直接解释的社会现象，来检验这些理论的孰是孰非问题。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摒弃。

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必须严格遵守上述规范，经济学的争论也应该遵守同样的规范。对一个理论的批评，不是针对其内部逻辑的一致性问题，就是针对其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如果一个理论在逻辑上挑不出毛病，各个有关的推论也不被已知的经验事实所证伪，经济学界就应该暂时接受这个理论。即使还有保留意见，也只能从收集更多新的经验事实着手，以求证伪它。〔9〕

如果我国的经济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自觉以上述的理论创新规范来要求自己的工作，那么，以本土问题为对象的研究，也能够，而且更能够取得国际化的成就。如果在未来社会科学的争论中能够遵循上述理论批评的规范，那么，就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讨论，社会科学的争论就会是真理越辩越明的建设性争论。如果在学习国际上现有的理论时，不是迷信权威，而是将之仅仅视为一种可能在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也同样适用的假说，并在运用这个理论之前先以上述的规范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推论和我国的经验事实的一致性，那么，我国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就不但不会沦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殖民地，而且还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文明作出贡献。

三

在过去的40年里，《经济研究》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龙头刊物，刊登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代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是我国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同仁最感荣幸的事情之一。在各个历史阶段，《经济研究》对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方向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十多年来，《经济研究》在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现象、新的概念的探讨上，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确立上更是功不可没。在走向下个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水平，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经济研究》编辑方针的引导和影响。

注释

〔*〕本文系作者应《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而作，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2〕该书的译名，严复用的是《原富》，后来的译者所用并为大家熟悉的译名为《国富论》。

〔3〕对于下世纪我国是否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以及怎样才能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的有关讨论，请参阅蔡昉、李周及本人所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至于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我国来的趋势问题，其实趋势已经逐渐在出现。1982年我刚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主要的经济学杂志上基本找不到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时隔才十来年，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杂志，每期都有讨论中国经济的文章，而且讨论中国经济的论文也经常以一期中的首篇文章出现。

〔4〕作为地理名词，今日的埃及、希腊、罗马和几千年前的埃及、希腊、罗马当然是同一的，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今日的埃及、希腊、罗马文化已和当时文明鼎盛时期的埃及、希腊、罗马文化不同。五四时期有些学者主张全盘西化，认为除此之外，无以图强，反映的其实也是这种认识。

〔5〕参见《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和《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秩序》（《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

〔6〕以下内容将仅就经济学研究而论，但这些观点对其他社会科学应该同样适用。

〔7〕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被认为是奇迹，说明尚没有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成就何以会产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东欧和原苏联的改革过程中，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出谋划策，但却搞得一塌糊涂。在我国的改革中，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参与相当有限，但却取得不少令人骄傲的成果，说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8〕参见《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和《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秩序》（《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中所引的有关讨论。

〔9〕在我国近几年来的经济理论问题争论中，经常出现有些学者试图用另外一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如产权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依据来反对某一人的理论。其实理论是不能用理论观点来证伪的，而只能用内部逻辑的一致性或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来证伪。如果不是这样，争论的结果必然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会在理论上产生多少进步。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1995年10月，我应贵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撰稿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短文，倡导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本土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也可登世界经济科学的殿堂。该文发表至今，转眼五年，有幸承蒙贵所再度邀约，来谈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看法。借此机会，不揣浅薄，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我近年来的若干心得体会再次提出来和各位同仁进一步探讨。

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我也宣扬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是基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的特性而推论，并根据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从原来的英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的现象观察而得来的。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2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只是为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提供了机会，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还必须作出非常自觉的努力。除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外，我今天想再就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其他几个方法论的问题，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一、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时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应请专家对稿件进行匿名评审。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作出贡献的理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必须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范。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能将逻辑分析数学模型化最好，这是国际上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如不能，至少在分析问题时，对于什么是大前提、小前提，什么是假设，什么是推论也应该有明确的表述。

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对于这一点，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要特别给予重视。一方面，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是必要的，但是，不管是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当他的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可以暂时被接受用来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做的不是坚持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然后，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所以，当发现理论推论与经验现象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绝好机会。其次，和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而且，利用数学模型来作逻辑推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一个潮流，因此，我国的年轻经济学者容易以为数学模型就是经济学理论，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甚为盛行，由于所要处理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因此，所使用的数学必须相当复杂，但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所以引起重视，不在于它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在于它解释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什么没有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推论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一种重要经济现象。这几年，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已有些过时，其原因则在于这个理论的许多推论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其实，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纯数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数。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例，在2000年共出了6期，不计第2期年会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总共发表了48篇论文，一点数据分析都没有的纯数学模型的论文仅有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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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现理论推论与经验现象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绝好机会。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若干个其他理论。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经验事实为例，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教育、R&D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而R&D等又多发生在发达国家，来解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比不重视这方面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快从而使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国的收入水平决定于其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则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资本来自于经济剩余的积累，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可以使一个经济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多的剩余。除了剩余的大小，资本的积累还决定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率的高低则决定于资本积累回报率的高低，后者则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定。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其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可以来自国外现成技术的引进，成本远低于自己由R&D来获得技术创新的成本，所以技术的创新可以远快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积累率也可以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剩余大、积累率高，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会收敛。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按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获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2〕，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也就慢。而且，为了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发展产业，国家只好以扭曲价格、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所以经济运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了解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决定作用，而以为发展和不发展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结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发展在技术上水平较高但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提出的这套理论同样可以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3〕所以，当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致时，即使这个理论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满足，而应该进一步想想是否还有其他同样是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不管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当有好几个理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这些理论可以是互补的，亦即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原因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相互矛盾。这些理论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也就是如果接受了这些理论中的一个，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竞争性的理论中该接受哪个理论呢？而在互补性的理论中，也不是每个理论都成立的。通常当有许多理论都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我们可以从各个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

同样以上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为例。按内生性增长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非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比发达国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资金，否则无法赶上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赶上或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它们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R&D、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不及发达国家。因此，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说明为何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则可，但这个理论无法说明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扩大了。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我们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决定于其是否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理论应该比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原因的争论。比较流行的传统理论有三种：一是天灾说；二是人祸说，即认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机和大饥荒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五风”盛行，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上述三种理论，从逻辑上来说，都能解释农业危机的产生。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认为这场农业危机导因于合作化运动从自愿转变为强制，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使得“搭便车”成为不可遏制的行为，劳动积极性随之瓦解。何者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传统理论的一个共同逻辑推论是，如果天灾结束，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或者如果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农业生产效率就能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退出权理论则预测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农业生产的效率将低于其在个体农场中的效率。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从未恢复到农业大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这段时间天灾结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五风”得以纠正，农业生产实际上划小为以生产队和大队为核算单位。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一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没有被证伪。〔4〕

二、理论假设的一致性

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是任何学科理论发展的共同要求。而经济学所以不同于其他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则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科的基本假设，即理性人的假设。〔5〕一个学科甚或一个学派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在国外有各种不同流派之分，如凯恩斯学派、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等，这些流派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原因即在于他们都以理性人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有利于其目标之实现的选择。所谓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也就是“因”），作出了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果”）。所谓最佳的选择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一般经济学家讲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数中收入、风险、休闲、名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且在这些目标间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个革命志士，可以为革命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但在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而不必牺牲性命时，以较小的代价保住生命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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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有利于其目标之实现的选择。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的“农民不理性”的看法。〔6〕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气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符合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会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作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从这个假设为基本点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能简单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是我们对当事人在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还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这个学科中所有的学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同样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以前后一致。假设的一致性要求学者不能便宜行事，熟悉数学模型的人都知道，只要改变前提条件，那么，数学模型可以得出你所想要的任何结论。一个学者，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必须坚持前后一贯的基本假设，这样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出来的各种成果也才能累加成一个体系。

三、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的既定前提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如何作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我和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过去人们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认清了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落后经济的三个特征（决策者的约束条件）及两者的尖锐矛盾之后，可以导出为了实现政府决策者的目标，只能用计划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传统的计划体制尽管效率很低，但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来看，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它的存在是由要素禀赋和发展目标的矛盾决定的，而不在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学习苏联的经验则是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和我们在50年代时面临的矛盾相同。从我们这个理论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性质不同的印度、拉美国家也和我们有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因为他们的政府和我国政府一样，想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相对密集的产业。

其次，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要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给定条件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一般学者容易采用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的条件。但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这种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因此，由此产生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性质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和我们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有更大的解释范围。要达到这个目标，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就要有一般性。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既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又能解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

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要尽可能地简单，这不仅要求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而且，不能苛求限制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7〕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应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依据。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按此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交易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显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交易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要舍像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仅保留最重要的条件，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当然，保留在理论中的假设条件也不能过于偏离现实。过于偏离现实，理论将失掉对现象的解释力。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才作出在新制度经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对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的研究也是通过放弃Amartya Sen著名的1966年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8〕，而取得和经验现象一致的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的积极性较家庭农场中低的理论推论的。

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而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但什么是不过于偏离现实，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什么条件下交易费用必须作为主要的条件，则又视问题的特性而定，这并无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在这点上，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多下点苦功夫，在平时读经典文献时，不应只是去了解观点，而应去体会大师们如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选择给定条件等。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另外，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要有比较宽的视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以下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也许对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寻找最重要、最一般的限制条件来建构理论模型时，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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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构建近乎艺术。

1．本质特性分析法

本质特性分析法即在分析一个现象时，首先想清楚谁是这个现象中的主要决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的特性为何，他所处的环境又有哪些特性等问题。例如，蔡昉、李周和我在提出计划体制的形成理论时，就是从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的特性冲突而演绎出来的。我在研究合作农场的激励机制问题时，则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大、时间长的特性，知道农业劳动投入监督不易，而放弃了Sen的完全监督，加入监督程度和监督成本于模型中。最近，我在研究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发展中小银行的理论，则是从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动员资金和分配资金，而能动员的资金决定于资金分配的效率，以及在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而股市直接融资固定成本高，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模小等特性演绎得来。〔9〕在这儿我有一个心得，要特别提醒诸位注意：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要特别给予要素禀赋结构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只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才会讨论到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在作任何和发展有关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给定条件。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和忽视了我国的要素禀赋的特性有关。

2．当代横向归纳法

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研究某时某地的某个现象时，同时去了解这个现象到底是此时此地惟一的，还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对计划体制产生原因的研究，如果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用社会性质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逻辑上也是严谨的。但当我们看到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计划体制时，那么，应该可以知道计划体制的产生有比社会性质更为一般的原因。

3．历史纵向归纳法

历史纵向归纳法即《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了一个现象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大概知道了它产生的原因。同样以计划体制为例，苏联刚建国时并无此体制，而是在1929年斯大林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后才形成的。由于体制的变化是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变化，因此，计划体制产生的原因应该和战略有关。

4．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多现象综合归纳法是将某时某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时，国际贸易学者通常从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来分析，而金融学者则通常从金融抑制的现象来分析。但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能将这两个现象同时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资金相对稀缺的状况下，为了追求资金密集的产业优先发展，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能够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所以，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是比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更为一般的条件。

以上的“一分析、三归纳”虽然分开来解释，但在运用中实际上是反复交替的思维过程。从本质特性演绎来的理论的推论必须随时对照于归纳来的现象特性；从现象归纳来的“因”，也必须经由演绎来重构因果之间的逻辑体系才成为理论。

四、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只能说明在理论所阐述的逻辑机理中，“因”（给定的条件）对“果”（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是有正的还是负的影响，但无法说明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是否真的有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只能从经验实证中才能获知。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现象的，就必须不断地接受经验现象的检验。只有不被经验现象证伪〔10〕的理论才能被暂时接受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只有在经验验证中被确认为有相当大影响的理论，才可被认为在诸多可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中，不是一个无关紧要（trivial）的理论。作为一个有志于发展理论的经济学者，不能仅满足于逻辑的完美，而必须不断用经验事实来检验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

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经验实证的一个主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理论模型中，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所要解释的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在作计量检验时则必须将其他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在研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在理论模型中，消费是消费者根据给定的收入条件和一定的相对价格所作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结果。然而，消费行为除了受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影响外，还可能受不包括在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教育水平、年龄、性别的影响。在根据家计经验资料作回归分析时，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都要包括在内。而且，消费者收入水平显然也受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收入在理论模型中是作为给定的条件，而在回归模型中，则需要被看作是内生的变量，使用二阶最小二乘法或其他计量方法来处理。

国内经济学者一般善于写文章，阐述观点，而不乐意做经验实证的工作，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是数量经济学家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培养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在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养成不断将所学理论和自己所知的经验事实进行对照的习惯。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时，也要养成不断地寻找更多的经验现象来检验这个理论的习惯。从这种理论和经验的不断对照中去寻找理论创新的机会，也从这种不断对照中去深入了解现象，寻找更深层、更一般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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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养成不断将所学理论和自己所知的经验事实进行对照的习惯。

五、结束语

作为一个热衷于教育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者，我将自己的一点心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有志者能够少走弯路。由于谈的是自己的体会，报告中难免有许多“王婆卖瓜”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改革、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提升，给我国经济学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题材，目前我们较欠缺的只是规范方法的普及和运用，《经济研究》作为我国经济学的龙头刊物，在推动经济研究的规范化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热切企盼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工作者，我呼吁大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迎来21世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修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海闻、卢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Becker, Gary S.,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1937,（4）, 386—405; Reprinted in G. J. Stigler and K. Boulding, eds.,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Homewood, 1952, 331—351.

Friedman,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6, December 1990, 1228—1252.

Lin, Justin Yifu,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2, March 1992, 34—51.

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9, No. 2, May 1999, pp. 426—431

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reprinted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3.

Sen, Amartya K., "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3, October 1966, 361—371.

注释

〔*〕本文系根据作者于2000年8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做学术讲演记录，同时，参考了2000年7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上的报告整理而成。在整理这篇文章时，胡书东博士提供了不少协助。定稿时间2001年2月22日。

〔2〕有关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讨论，详见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9, No. 2（May 1999）, pp. 426—31。

〔3〕详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

〔4〕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December 1990): 1228—1252．中文译文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5〕参见Gary, S. Becker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参见T. W.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reprinted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3。

〔7〕Friedman,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8〕Sen, Amartya K., "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3, October 1966, 361—371.

〔9〕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海闻、卢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所谓证伪指的是经验实证发现“因”的影响和理论预期的影响相反。


学问之道〔*〕






朱青生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能来元培班与同学们交流一下我对做学问的一点心得。元培班是北大在新世纪的一个重要实验，北大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学术中心，应该走在时代的前边，开时代的新风，这也包括教育改革上的新风。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育受前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较大，高中时就分文、理科，高考时不仅分系，而且还细分到专业。那样的教育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它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在1949年建国时，我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很少，而要把我国快速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在各行各业上所需的专业人才又非常多。所以，当时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迅速培养一批一毕业就马上能够在具体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学生。所以，在那时大学招生的数目按照未来建设项目、行业所需要的人才来确定，在大学时尽量多学一些在工作岗位上马上用得上的知识、技能，毕业以后按照计划分配，一个人一生的角色变化不会很大。

经过1978年底以来的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不同，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快速变化，全球化的速度与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每个人的就业要求不固定，可能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也可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同一个产业里也必须不断掌握新的知识、技能。所以，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某一具体工作岗位上的专业技能。北大设立元培班的目的就是给各位一个宽广、深厚的基础，在快速的市场经济变化中，有不断吸收新知识、适应不断变动的工作需要的能力。开办一年多来，元培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今年元培班的新同学成绩非常好，希望同学们在段老师、朱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这个新的试验取得的经验可以用来推动北大的教学改革，将来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模式。

作为北大的老师，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成为元培班的导师，参与元培班的试验。今天朱老师要我和大家见个面，交流点思想。我想了一下，谈什么才好。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指传授专业知识，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物理、化学等，“解惑”指回答学生的疑问。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对专业知识的疑问的解答，有各个科系专门的课程和负责的老师，不是元培班导师的主要责任。所以，今天我想主要和各位谈谈《师说》中所提的“传道”。

“道”是什么呢？“道”是指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准则及方法。做人、做事和做学问各有侧重点，但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其背后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最自然地是从做学问之道开始讲起。

学问，学问，究竟怎么学？怎么问？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字面的意思是，如果只学习不思考就会很迷茫，而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很疑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今年50岁，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经过在北大的学习及多年的教学、研究工作，才慢慢地对这句话里的两个“学”和两个“思”的内涵有所理解。《中庸》里主张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对《为政篇》里这几个字的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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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而不思则罔”，这个“学”字指的是学习现有的各种理论。“学”应该做到“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同一个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就会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同一现象的各种理论，有共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侧重。所以，我们学习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而应该是“博学”。

但是，单单“博学”还不行，还要会思考，如果只学不思考，顶多也只能达到一部百科全书的水平。博览群书，看书过目不忘，这在古代可能还有一定的功能，现在有电脑，一张光碟就能储存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敲几下键，各种知识都能查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作用已经今不如昔。更重要的是，现有的许多理论有真有假，各种理论、学说之间经常相互矛盾，如果全部记下来，照单接受，可能会使一个人，越学越迷糊，成了“学而不思则罔”了。

“博学”后要怎么思考才能做到“不罔”？这就是“审问”的功夫了。“审问”时要遵循两个原则：首先，任何理论的功用都在于解释现象，解释现象要讲因果关系，是什么“因”导致什么样的“果”。只有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因”，经过怎样的作用，导致什么样的“果”，而这个“果”就是我们要解释的现象。学习理论时，对于一个现有的理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首先是要看这个理论内部的逻辑是不是自洽。所以，元培班的导师有个共识，就是元培班的同学要加强逻辑学的训练。学自然科学的同学，数学的训练较好，数学是特别严谨的逻辑，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问题较少；学社会科学的同学就一定要注意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学习理论时不能只满足于新奇的观点，即使一些观点很新，如果内部逻辑不自洽，我们也不能接受。其次，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因此，在“审问”时除了要求一个理论必须内部逻辑自洽外，还要求根据理论的逻辑所得到的推论跟我们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如果和现象不一致，这个理论就是被证伪了，必须放弃，只有不被证伪的理论才能被暂时接受。对于同一个现象，经常会同时有许多理论的推论都和它一致，也就是这个现象可以被几个不同的理论解释。出现这种情形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弄清楚这些理论中哪些是互补的，哪些是竞争性的。互补的理论可以同时是真的，也就是这个现象可能同时由这些理论所阐述的不同的“因”造成，这时我们要从经验中去验证到底哪个“因”是最重要的“因”，或是真正发生作用的“因”。竞争性的理论则不能同时成立，在竞争性理论中，到底哪个理论应该暂时被接受，哪个理论应该被放弃，则要靠检验各个理论的各种推论来决定。一个理论只有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经验现象证伪时，才可以被暂时接受。

博学的人特别要有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批判精神，在“审问”上下功夫，尤其是，不仅要重视一个理论观点的新颖、内部逻辑的自洽，而且要重视理论的推论和现象的一致。

北大的学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学习现有的理论去解释现有的理论所赖以产生的过去的现象，而且，还要能够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论语·为政篇》提出作为一个老师必须做到“温故而知新”才称职。面对未来不断变动的社会，北大的学生也必须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成为有能力领导各行各业的社会中坚。但是，社会是不断在变动的，学习了根据过去的现象归纳总结出来的理论是否就可以解释新出现的现象？有一个成语叫“刻舟求剑”，有一个人搭船过河，不小心剑从船上掉了下去，他就在剑掉下去的船边刻了一道痕迹，希望沿着这个痕迹找到自己的剑。这样的做法对还是不对？答案决定于许多客观的条件，船到底动不动，水到底流不流。如果船已经靠在码头，码头内的水不动或水流很缓，搭船过河的乘客有急事，先离开去办事，等办完事回来再按刻的地方下去找，应该是能找到剑的；如果船是在河中间，船在动、水在流，按刻舟的地方找剑就找不到了。从本质来讲，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在给定的前提不变的条件下，理论是可以解释、预测现象的，但是，社会是像流水般变动不居的，所以，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老子《道德经》开篇之言“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提醒我们，任何已经被提出来的理论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常道。佛教《金刚经》里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表述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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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来讲，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

如何才能“知新”呢？功夫就在“思而不学则殆”的“思”字上。不过，这里的“思”和“学而不思则罔”的“思”的内涵不尽相同。前面谈到的“思”是“审问”的功夫，此处则是“慎思”的功夫。这里的“思”是直接观察现象，直接洞悉现象背后逻辑的思维活动。为何在这里的“思”需要“慎”？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特别容易从所学到的现有理论出发来观察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变动的，即使新出现的现象和现有理论的逻辑推论一致，也并不一定就证明这个现象就是由现有的理论所揭示的“因”造成的“果”，如果不“慎”很可能就会犯了错误。“慎”要从两方面下手：第一，要仔细观察，不要粗心大意，要见微知著；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观察周围的现象时，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到现有理论的制约，如果一切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观察问题，就成了现有理论的奴隶，必须时时谨记“道可道，非常道”，抛开各种现有理论的束缚，直接分析、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经由“慎思”所得到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的解释很可能一样，但是，这种解释是我们经过和提出这个现有理论的学者同样心路历程的再构而得到，而不是简单地接受过来的知识，因此，我们对这个现象和理论的理解都会深入一层。更何况，经过这番剥离现有理论的影响、直接认识现象的功夫，很可能会发现同样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形成逻辑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新”。

从表面现象直接看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每一位想成为有创见的学者所必须培养的一种能力。每一个社会总有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通常只是由少数几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产生的。而且，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作为理论总是必须相当简约，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因”是越少越好，在成百上千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和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或是关系不大的因素，为了使理论简约，必须舍象掉。在有关系的变量中，其作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是外生的“因”；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作为中间变量作用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因”；另外，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伴随所要解释的现象出现的“果”。作为一个理论，只有建立在最根本的外生的“因”的基础之上，这个理论才会最有解释力，各种推论才能经得起各种经验现象的检验。但是，在错综复杂的众多社会、经济因素中，哪个是最根本的、外生的“因”？如果没有《中庸》所说的“明辨”的能力，那么，抛开现有的理论去观察现象、思考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可能会越思考越迷茫，所以，还要有“学”的功夫。不过，“思而不学则殆”的“学”和“学而不思则罔”的“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依我的体会，“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学会观察现象、揭示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方法。观察现象以提出理论的方法有些在各个学科都适用，比如《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在任何学科里都是共通的。在解释一个现象时，不变的因素可以舍象掉，在发生变动的因素中，要分清楚哪个因素是先变的，哪个是后变的。先于现象发生前变动的因素，虽然不见得就必然是产生这个现象的最根本的“因”，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思路及思考问题的切入点。另外，有些方法则是因学科而不同的，就经济学而言，其方法通常是从一个理性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所作的选择。所以，构建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定式是：首先，弄清楚谁是决策者，可能的决策者有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员工或是消费者；其次，弄清楚决策者的目标为何，总的来讲是效用的最大化，具体表现则可以是收入、财富的最大化，风险的最小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或是内心的最大满足等；再次，要弄清楚决策者可以作出选择来实现其目标最大化的变量为何；最后，要弄清楚决策者作选择时所面对的机会成本。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是由上述四个构件组成的，一个经济现象通常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决策者在面对其他三个构件的不同组合或变动所作出的选择的结果。一个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也是以这四个构件作为参考框架来观察现象的。“学”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学习现有的文献中有关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这时的“学”不是为了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是为了了解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解释和现有的理论解释有何异同之处。如果自己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有所不同，那么，必须再作一番“慎思”的功夫，检查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否逻辑上自洽，理论的推论是否和已知的各种经验现象一致。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还要进一步分析自己的理论和现有的理论的关系是互补还是竞争。这些工作都做过了，就可以了解自己提出的解释新在何处，对理论文献有何贡献。如果已经有现有的理论解释和自己的解释完全相同，那么，就不能自认为自己有何新的理论发明，但是，至少自己也就不会越思考越迷糊。

各位元培班的同学如果在学习期间就能够勤于“思”，并且打下扎实的“学”的功夫，那么，各位在各自的学科上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对理论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因为新的理论必然来自新的现象，中国正处于旷古未有之巨变，不论在哪个学科里都会有无数多的新现象。这些变化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正快速从一个发展中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而且这些变化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成功的案例的研究，人均产出翻一番的时间，英国从1780年开始用了58年，美国从1839年开始用了47年，日本从1885年开始用了34年，巴西从1961年开始用了18年，韩国从1966年开始用了11年，我国则从1977年开始用了10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更为加快。我们知道，现有的理论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存在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他们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现象，不能说他们必然都是错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的。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由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哪些该舍象掉，哪些该保留，通常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的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一位不在中国长大、生活的外国学者要洞悉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很难，就像在中国长大的许多经济学系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国外工作，要在涉及国外社会经济现象的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很难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学完本科到国外留学，留在国外工作的经济学家很多，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即使有，其成就也通常是在不涉及社会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

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不仅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而且，任何理论都是内部自洽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的贡献的大小，不能从逻辑上来分辨，而是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解释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18、19世纪引导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大师多数出现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师则大多出现在美国。这是因为，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欧洲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解释欧洲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就是最重要的理论，由于近水楼台之故，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就大多出现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大多转而出现在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在21世纪的复兴，中华文明再次由衰而盛，中国有可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同时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中国将会迎来世界级大师辈出的时代。北大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培养世界级大师上更应该是责无旁贷。元培班是北大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作的一个制度创新，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我盼望元培班的同学能以将来成为世界级的大师自勉，培养这样的胸襟，作这样的努力。

大师和一般有成就的学者差别何在？一位大师必须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是，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包含方方面面，可是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些不联系的、相互矛盾的个别观点的拼凑，而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的道理将它们联系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孔子与子贡在《论语·卫灵公篇》上的问答，生动地反映了这点认识。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非也，予一以贯之。”什么思想贯穿了孔子的理论体系？《论语·里仁篇》里作了回答。有次孔子向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对自己思想的这一总结和老子《道德经》上所说的“博者不知，知者不博”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老子这里所指的“知”是对人类社会、对宇宙的本体之“道”的体悟，而“博”则是孔子所说的“多学而识”。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对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却会是相当简单的，以这个简单的核心思想作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所要解释的各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因”，然后，说明这个最根本的“因”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而导致所观察到的诸多现象。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圣人的思想对人生、社会、政治的事事物物无所不涉，但是孔子以“忠恕”贯穿其思想体系，老子以“无为”贯穿其思想体系，释迦牟尼以“空”贯穿其思想体系，他们确实是做到了“一以贯之”、“知者不博”。

但是，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一个学者在致力于“思”的努力时，应从何处下工夫才有可能认识到各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答案在于《中庸》所讲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如果没有人的存在，这个宇宙只是一个寂然的自然之体，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和人的主观能动而成就了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所以，“道不远人”。要成为大师，就必须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对人、对社会的关心中去思索他所处的时代的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个关在书斋中或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汉，即使读破万卷书，顶多也只能达到“多学而识”而不会成为大师。但是在关心人、关心社会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王阳明有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必须具有大如天的法眼，才有能力不被事物的表面属性所迷惑。所以，一位想成为大师的学者除了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观，才有可能培养出王阳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要成为一位大师也要有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因为，一位大师提出一个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会与已经存在、大家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有所冲突，而不容易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甚至招人非议。这时，必须要有去和现有的大师争论，去一点一滴地教化社会的芸芸众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所以说，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要成为一位大师，同样必须有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一个人自己时时刻刻精心“善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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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

我在前面探讨的学问之道，主要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谈的。自然科学的理论适用于任何性质、发展阶段的社会，理论创新的贡献大小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不是像社会科学理论那样，决定于产生这个理论的社会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但是，上述关于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判断，以及做学问的道理，在自然科学上也应该同样适用。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当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可以用来支持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经费投入也就会在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自然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也应该会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要做出成绩，也同样要在“学”与“思”上下功夫，所不同的是，“思”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要成为自然科学界的大师，提出的理论也应该对许多领域都有贡献，像爱因斯坦，有人说他应该可以拿十个、八个诺贝尔奖，因为他的相对论对物理学的各个分支都有很大的贡献。按上述的学问之道，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也会迎来自然科学界大师辈出的时代。

元培班是以蔡元培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元培班的学生要对得起蔡元培先生的名字。蔡先生的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相同的特点：第一，都是处在一个巨大的时代变革中；第二，都是处于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蔡先生的时代更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欺凌，被迫打开国门，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当时，学术界工作的重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以及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理论，全国上下包括学术界忙于救亡图强，也就不可能有信心认为可以总结中国的经验，以开创人类文化的新潮，全世界的学术界也不会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学者可以根据中国的经验作出这样的贡献。过去这二十多年我国虽然也是从封闭到开放，但是，这次的开放是我国自主的选择，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几代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目标，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会跟着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起来叫文化。随着我们的经济基础的提高，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等等都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强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所以，我们的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生活方式都会成为其他弱势文化学习、模仿的对象。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借鉴的意义。而且，中华民族很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的民族。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现象，这样的文化经验使许多过去认为人类文明也像人类自身的生命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阶段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再适用；这样的文化经验对正处于文化高峰、很可能会进入衰退期的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把这个全新的文化现象研究清楚，理解透彻，这是21世纪的中国学人比蔡先生所处时代的学人更为幸运的地方，也是21世纪的学人对中国、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责任。

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我对元培班的同学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我认为元培班培养学生的目标，不应该只定位于培养出有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那样水平的学生，我们的要求应该更高。英国已经过了全盛期，美国也顶多是一个处于稳态的社会，21世纪中国的学人有比美国、英国的学人作出更多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的机会。而且，北京大学学生的筛选过程比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更为严格。在美国，像哈佛大学那样的名校有二十多所，好学生是在那二十多所学校里平均分配，更何况美国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从比例上来说，假如中国学生中具有成为大师级慧根的人和美国的学生一样多，那么，北大的学生中有成为大师资质的学生应该比哈佛大学的多出数十倍。孔子在《论语·雍也篇》里主张：“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对学生必须因材施教，而且，中等以上之材必须以上等之材的标准来教育。北大的学生都是上等之材，而且，有不少是上上等之材，对北大的学生“不以语上”是北大的老师的失职。因此，北大对学生的培养不能只定位在培养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那样的学生。元培班是北大在新世纪的一个实验，为了把元培班办好，也为了把北大办好，让我们全体导师和同学携手共同努力，以迎接21世纪各个学科的大师在中国、在北大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也才不辜负元培班的名字。


注释

〔*〕根据2002年11月10日在元培班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一、前言

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年间年均增长9.9％，比城市高出四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年，第17页，94页，148页）。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2〕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管理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 1994; Woo, 1993; Sachs and Woo, 1994, 1997; Qian and Xu, 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 Schleifer 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Dornbusch, Krugman, Layard and Summers,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ny, 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有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 1991;Kornai, 1990; Lipton and Sachs, 1990; Wiles, 1995）。据此，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

转眼又是10年过去了，事实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155％，即一年中物价上涨101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3〕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国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Gregory and Stuart, 2001, p. 470）。总之，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 1996; Dabrowski, 2001）。〔4〕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的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年，第17页，94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的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际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Oliver Blanchard）、斯莱夫（Andrei Shleifer）、维希尼（Robert Vish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在于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 1995），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还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第四节说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问题的现象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五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六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Friedman, 1953）。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作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是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5〕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为什么一个企业会不具有自生能力？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是否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有关。

[image: alt]

图1

如图1所示，假定有一个只拥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经济。图中，I是一条等产量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的生产技术，A点的技术比B点的技术资本密集，但两种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量相等。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到底以哪一个技术来生产较好，则取决于哪一种技术的生产成本较低。如果这个经济中等成本线是C线，那么，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只有选择B点来生产的企业才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如果选择了其他种类技术来生产，则企业将会有亏损，例如，如果采用了A点的技术，亏损将达C和C1的距离SA。同理，如果等成本线是D，则只有选择A点的技术，企业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一个经济中，到底等成本线是像C或像D，则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结构。如果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会像C而不像D。相反，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资本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将会像D而不像C。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如果和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则这样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补贴和扶持下才能存在。

我们可以把上述一个产品的经济的讨论扩展为一个产业中有许多产品的经济，以及一个经济中有许多产业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6〕如果不一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7〕

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公司治理的问题。〔8〕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它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于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9〕

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同样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背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典型的是重工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

其实，转型中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扶持、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形成的。〔10〕转型中国家，如俄国、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第一，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第二，重工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必须从国外引进；第三，一次性投资特别大。而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业国家的经济也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剩余少，因而导致资金短缺，因此，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利率应该会很高；第二，由于出口少，导致外汇短缺，如果外汇价格由市场决定，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外汇价格就很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这就对剩余的动员产生困难。如果把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三个特性与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农业经济的特征放在一起，则可以看到：如果建设周期长，所付的资金成本又很高，还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发展这个行业是相当难的。同样，要把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投入很大的项目也不能靠市场。

于是政府为了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能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人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和资金的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给予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则国家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种制度安排。〔11〕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如果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它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企业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的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企业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Lin and Tan, 1999）。

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的（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好的企业和干坏的企业、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12〕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由此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消除。

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North, 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他们熟悉的，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 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 1994, pp. 252—253）。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 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 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东欧，而不看好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 1936, 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 1935），双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尔内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 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优惠，要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内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内尔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Lin and Tan, 1999）。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13〕

[image: alt]

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产权安排、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还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前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但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14〕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前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15〕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Lin, 1992）；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Lin and Yang, 2001）。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23年来的改革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和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的命运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16〕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是归国有的，一部分是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林义相，1999）。开始时，理论界认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的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那么少的资产比例，即使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改善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他们就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张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股票。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的股票，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不仅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坐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道理很简单，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很多股票，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分红，机构投资者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股票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林毅夫，2001）。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四、自生能力问题的普遍性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扩展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17〕，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Chenery, 1961; Krueger, 1992）。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Krueger, 1974；林毅夫，2002）。〔18〕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台湾省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我国台湾省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19〕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台湾省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祖国大陆以外，我国台湾省是东亚地区惟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和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根本不能生存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尼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 1992）。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IMF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的。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J曲线——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曲线——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Lin, 1998）。〔20〕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其实现代经济学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艾尔费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完备的和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

经济理论是一个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一贡献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新景象的工具。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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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技术和产品，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不达。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只有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才具有上述特性，因此，以最大限度地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的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同时，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时，原来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只有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进行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才能继续维持其自生能力。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企业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完备且随时可免费获得的。要知道这些信息，每个企业需要花费一定资源去搜寻和分析分布在各国的各种产业、产品及技术的资料，各种产品的市场大小以及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的趋势等。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相应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得同样的信息，信息重复投资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的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使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过于雄心勃勃、新的市场太小、协调不适当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他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消失。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红利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首先向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21〕

上述以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林毅夫，2002）。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有一定期限的，这样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22〕

五、自生能力与经济转型

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解决得如何，是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跨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失业，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就不可避免。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那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Lin, Cai and Li, 1996）。

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则有赖于传统产业部门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否则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和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无法避免。例如，在中国转型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腐败现象触目惊心，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这些现象都和国有企业的生存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有关。在1983年以后，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由免费的财政直接拨款改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目前70％以上的银行贷款是给了国有企业，但企业经营不好，还不起钱，这部分贷款也就变成了银行的呆坏账。为了扶持国有企业，除了给予低息贷款外，还限制市场的进入，使其享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许多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为了多获得低息贷款或取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而向政府寻租，腐败的现象也就难以禁止。地区收入的扩大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比较优势不同，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制造业，中部地区是农业，而西部地区是矿产、自然资源。为了补贴国有企业，政府人为压低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当东部在改革以后，利用其优越的地理和市场条件，在制造业方面取得迅速发展时，从中部进口的农产品和从西部进口的矿产品不断增加，实际上形成了较为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补贴较为富有的东部，因此，东部越发展，东、中西部的差距也就越大。政府继续保持对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的干预，同样是为了扶持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了，不需要给予低息贷款、市场垄断和低价原材料等方式的补贴和保护，上述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Lin, Cai and Li, 2001）。〔23〕

自生能力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建议分成四种类型的企业来解决。第一种类型的企业是生产其产品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很密集，在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而且无法从国外进口。对这样的企业，任何国家都是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来扶持，并由政府直接监督其生产经营。然而，属于这类型的企业数量不会太多。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同样要求有非常密集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它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国防安全上也不是非常敏感，对这一类型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利用国外的资金来克服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限制。以市场换资金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到国外去上市，其二是跟国外的企业合资，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第三种类型企业所在的产业资金很密集，但产品在国内没有多大的市场，不可能用市场换资金，对这一类型的企业来说，解决自生能力的惟一办法是利用传统大型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力量方面的人力资本优势，转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种类型的企业是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的企业，则只能让其破产。

当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解决以后，企业能否盈利，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所讨论的公司治理、市场经济竞争的问题了。国家对企业的盈亏不再负有责任，那么，其他由传统的计划体制残余下来，为了保护、补贴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的改革也就能够彻底进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能够完成。

六、结语

本文从转型中国家根据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设计的转型政策的失败和“华盛顿共识”在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时所带来的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反思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失。现有的、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亦即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个企业只要有正常管理，就可以不需要外在力量的保护或扶持而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公司治理、竞争环境、产权安排等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问题。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因政府的赶超愿望，进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资金过度密集的技术生产产品，而不具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为了把这样的企业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只好以扭曲价格信号、妨碍市场竞争和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扶持这些企业。结果不仅竞争环境不良、公司治理缺失，而且还会出现寻租、收入分配不公、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后爆发经济危机。在目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的影响下，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在制定经济转型政策或危机处理政策时，重点会放在改善竞争环境、产权安排、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当经济中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时，这些改革或转型政策的实行，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可能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局面。既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那么，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明晰其经济职能，避免继续采用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能稳定、快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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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中外名家系列讲座、天则研究所第5期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转型培训班，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演技中心夏令营所举办的讲演中发表过。对上述讨论会上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在此谨表谢意。中文稿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底12期，英文稿即将刊登于Kyklos, Vol. 58, No. 2 (2005)。

〔2〕当然也有给予中国改革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例如：Jefferson and Rawski, 1995; McKinnon, 1994; Ma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Naughton, 1995;Singh 1991; Chen et al., 1992; Harrold, 1992; Perkins, 1992; Murrell, 1991, 1992.

〔3〕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4, No.1, pp. 282—283.

〔4〕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转型以后的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请参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表1.1和1.2。

〔5〕“自生能力”一词是我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但这个概念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第1版，尤其是1999年出的增订版中，已广泛作为分析传统经济体系形成的基础。对这个概念的最系统论述则在2001年5月应芝加哥大学之邀去作“Annual D.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之中，此文的中文译稿刊登于《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269—301页，英文原稿刊登于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51, No.2（2003）。

〔6〕有关自生能力在一个产业中有多种产品，以及一个经济中有多种产业的情况的详细讨论，请见林毅夫（2002）。

〔7〕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应该为管理的职能之一，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为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的目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则经常为了保护就业的目的而干预了企业的这项选择，使其背离了该国的比较优势。

〔8〕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导致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就不会有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也就没有公司治理的问题。

〔9〕日本的稻米价格约为国际价格的8倍。日本自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至今十余年。形成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对扩大日本产品出口和海外投资，使日本经济早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很有好处，但中国政府在2001年提出这个建议时，日本反应冷淡，就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农业。

〔10〕有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逻辑的详细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

〔11〕因为私人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和资金回报的最大化，在传统的体系之中，轻工业品必然出现短缺，而且轻工业项目投资的周期短、资金投入小，投资在轻工业的回报率肯定会比投资在重工业要高。

〔12〕转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效率指标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第3章）。有关苏联转型前的各个产业部门的效率情况的仔细研究见Desai（1990）．

〔13〕在认识到私有化本身并没有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及改进企业的生产率以后，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改善公司治理和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如前欧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尼克拉斯·斯顿所说的"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and sound competition policy are at least as essential for recovery as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Stern 1996, p.8）。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科勒德克（2000）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上市5年以后各项指标和没有上市的公司几乎没有差别，说明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除非愿意让企业破产，就不会有好的公司治理或充分的市场竞争（Lin and Tan, 1999；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14〕实行“休克疗法”以前，企业是国家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向国家要的补贴不能直接变为他们的收入，否则就是贪污，而当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的补贴可以变为他们的合法收入，企业向国家要补贴、要优惠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预算软约束的情形自然就越严重。

〔15〕许多实证研究发现，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效率提高了，而有些则没有任何改进（Lavigne, 1995, p. 175; Djankov and Murrell, 2002），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私有化前这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如果有，则私有化后效率会提高，如果没有，则私有化后效率不会提高。

〔16〕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思路和政策措施的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17〕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1938年印度独立前，尼赫鲁担任国大党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写到“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world, no country can b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eve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unless it is highly industrialized and has developed its power resources to the utmost. Nor can it achieve or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liquidate poverty without the aid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almost every sphere of life”（Nehru, 1946, p. 413）。 引文出自Srinivasan（1994, pp. 155—156）.

〔18〕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是典型的例子。有关印度的情形见Swanmy（1994），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见Cardoso 和Helwege（1995）。

〔19〕以信息产业为例，我国台湾省的企业如台积电和联电以帮人代工（OEM）为主，而韩国的三星电子和现代电子则以自己研发、生产DRAM而出名，有关我国台湾省和韩国信息产业发展策略的比较见林毅夫（2000）。另外，在汽车产业方面，韩国已生产整车，而我国台湾省则以生产汽车零部件出名。

〔20〕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多寡可能说明了为何萨克斯所推荐的“休克疗法”在萨尔瓦多取得很大的成功，而在前苏联和东欧却给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痛苦。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Stiglitz, 1998）。不过，斯蒂格利茨的质疑也未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现存的许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以及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对政策选择的限制。

〔21〕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墨菲、施雷弗和维希尼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a, b），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22〕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将上述以帮助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为目标的政府政策称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相对于鼓励企业去发展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而自己不具优势的“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2）。

〔23〕传统产业中的国有企业，除了自生能力的问题外，在转型过程中还增加了社会负担的问题。在转型之前，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要目标，投资巨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而政府对城市居民的就业负有责任，因此，常将一个工作岗位分给三个工人做，同时，实行低工资制度，工资只够工人当前的消费。当时，国有企业推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全部交给国家，人员工资和员工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全由国家财政拨款，企业不负担。改革后，职工工资和老职工退休金等责任转嫁到企业来了。这样，和新建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比较起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比非国有企业重了很多。我把有自生能力的问题造成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的成本增加称为“战略性负担”，而把由冗员和养老保险等造成的企业成本的增加称为“社会性负担”。两者合称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种“政策性负担”必然会引起政策性亏损。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由政策性负担引起的，因此，解决国有企业的思路是剥离社会性负担，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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